
超级Z-工厂

摘要

超级Z-工厂是设计在Z-玻色子质量的能量上、在技术上尽可能高的亮度下运行的正、负电子对撞机

和配套的探测器构成的高能物理大型、综合实验设备（平台）。虽然它的造价昂贵（加速器、对撞机和探

测器合计可能需要几百亿人民币），但考虑到它的科学意义，考虑到技术上在我国建造它的可行性，通

过建造和运行它对我国的民生和国防建设的的推动作用，建成和运行后在提高我国高能物理方面的国际

影响，再考虑到我国经济的承受能力等诸因素，我们认为在决策我国高能物理的未来发展时应该认真考

虑在我国建造超级Z-工厂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它的重大科学意义和科学上的不可替代性，我们相信

即使我国决定不建造它，将来世界上也会有其它地方决定建造它。由于在Z-玻色子质量的相对‘低’的

能量下，原理和技术上环形对撞机比直线型对撞机有优势，环形对撞机的亮度能够大大超过直线型对撞

机的；另一方面我国运行多年的高能物理实验平台BEPC+BES是环形的，发挥在BEPC+BES上积累的

经验和人才、技术上的‘储备’的效益，我国建造和运行环形的超级Z-工厂比较有基础。在本章节我们

设想的超级Z-工厂是亮度尽可能地‘高’的Z-工厂，将它上可进行独特的高能物理实验和物理目标归结

为i). 标准模型精确检验和Z-玻色子物理，ii).超出标准模型新物理，iii).韬（τ）轻子物理，iv).量子色动力

学（QCD），v).味物理，vi).强子物理，vii).双光子物理，viii). 固定靶物理等方面。为了适应上述物理目

标的实验的要求，我们指出在设计与超级Z-工厂配套的探测器时，需要考虑的一些特殊要求。最后，我们

讨论了进一步挖掘和利用超级Z-工厂的价值，和以后可能的升级问题。

关键词： 超级 Z-玻色子工厂; 高能物理精确前沿; τ(韬)-轻子物理; 重、双重强子物理

粒子加速器和对撞机能够为人类提供可控制的高能量和高流强的带电粒子束流，进行打固定靶或粒

子对撞实验，其优势在于对带电粒子束流的种类、能量和强度能够为人们‘控制’。历史上在人类认识微

观世界的物质及其转化规律的研究中粒子加速器和对撞机起到了主体作用。粒子加速器和对撞机能够根

据人们的需要选择被加速度粒子，‘指导’它们发生撞击，从而引起物质转化，再在配备好的性能良好的

探测器中对撞击后产生的粒子做尽可能完全的观测，使人们能够对撞击全过程和对撞击产生出的粒子的

性质（质量、寿命、衰变模式等）进行测量，从而了解微观粒子间的互相作用和相互转换规律。因此至今

加速器、对撞机以及配套的性能良好的探测器仍然是人类研究微观世界规律的有力设备（平台），在高

能物理实验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本章主题是阐述所谓的‘超级Z-工厂（HZF）’，即运行

在Z-玻色子质量的能量上、在技术上尽可能高的亮度下运行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和配套的探测器构成的高

能物理大型、综合实验设备的科学价值和在我国建造它的可行性等方面。

在粒子物理实验研究微观世界总体目标下，世界历史上有过的、当前正在运行的和计划建造中的高

能加速器和对撞机大体上可分为所谓的以探讨高能前沿为研究目标的和以进行精确测量及寻找稀有过程

的精密研究为目标的两类。前者是在可能的对撞亮度下，把建造的对撞机的能量提高到技术可行、建造

费用可承受的最高状态，目标在于直接观察和研究新的高能量标下的过程，向尽可能小的微观时 -空尺

度（微观世界）推进，探索微观物质世界中小尺度下未知的物质和它们的转化的规律；后者是在有选择的

能量下，通过提高加速器和对撞机的亮度，提高探测器测量的精确能力，提高其测量的统计量（减少统计

误差），又提高测量精度（减少系统误差），使实验观测更加精确化、提高探测稀有过程的能力，从而能

够观测到物理过程的‘量子涨落’效应和守恒定律微小破坏相应等，间接地揭示高能量状态下的可能的

过程，也达到揭示出一些更小时 -空尺度（微观世界）下的物质及其转化的规律的目的。‘中国学科发展

战略-粒子物理’分配给本章讨论的超级Z-工厂（HZF）属于‘精确前沿’的加速器和对撞机的大型设备。

严格地说超级Z-工厂是设计在技术上尽可能高的亮度下在Z-玻色子质量的能量上运行的正、负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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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撞机和配套的探测器构成的高能物理大型、综合实验设备（平台）。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设备（平台）

相对于有强子参与的对撞设备（平台）有突出的好处：一是发生对撞的过程的背景相对‘干净’，而另一

更加重要的优越性是所发生对撞的‘硬’过程的入射粒子（即正、负电子）的能动量是人为可控制而且确

定的，即‘硬’过程的质心系与实验室系的相对运动确定；而有强子作为初态入射粒子参加的对撞过程，

‘硬’过程是发生在强子内的‘部分子’之间，参与‘硬’过程的部分子的能动量不能人为控制，而且多

数情况下不能明确地测量出来，则所发生的‘硬’过程的质心参考系相对实验室参考系在入射粒子运动

方向上的相对运动速度分量无法确切知道，使得强子对撞过程中只剩下产物的横向（垂直入射粒子动量

方向）动量有明确意义。

除上述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设备（平台）对于有强子参与的对撞设备（平台）优势外，Z-工厂选择

正、负电子对撞能量在Z-玻色子质量的能量上运行的好处利用在这一能量直接产生Z-玻色子，有强烈的

‘共振’物理效应；人们可相对‘廉价’地获得大量Z-玻色子和它的衰变产物。Z-玻色子是弱玻色子，能

够直接衰变到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中除‘顶’夸克之外的所有费米子，因此Z-工厂也是轻子和‘顶’夸克之

外所有夸克的‘工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中心（CERN）和美国的斯坦福中心（SLAC）建造过

‘老一代’Z-工厂，并做出了众多重要的物理成果，指导着今天粒子物理理论的发展。而在‘老一代’Z工

厂停止工作之后至今，加速器、对撞机和探测器技术有显著提高，其中对撞亮度可有几个数量级的提高，

实验测量精度也能大幅度地提高。本章的超级Z-工厂是利用最先进的加速器、对撞机和探测器技术的‘新

一代’的Z-工厂。

§1 引言

2012年标准模型的Higgs粒子发现了，尽管当前尚有待进一步‘肯定’它确实是标准模型的Higgs粒子

的‘任务’，Higgs的发现仍然标志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粒子谱’的实验发现基本完成。在粒子物理实

验回答所发现的类-Higgs粒子是否确实是标准模型所‘需要’的Higgs粒子的同时，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

‘新’物理线索的任务突出了出来。即使所发现的Higgs基本上是标准模型的Higgs粒子，‘粒子谱’已经

完成，宇宙学观测到的‘暗物质’明显超出了标准模型的‘粒子谱’，‘暗能量’的本质显然不在标准模型

内，表明了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一定存在。利用‘高能前沿’的加速器和对撞机实验回答这些问题是一

方面，而利用‘精确前沿’的加速器和对撞机实验回答这些问题也是不可缺的方面，两者是互相补充的。

此外，在标准模型内的QCD理论、味物理、强子物理尚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在研究这些问题上比其

它地方，包括‘高能前沿’的实验平台上进行研究，超级Z-工厂有明显的优势。另外，还能利用超级Z-工

厂的加速器产生的高能电子（正电子）做许多‘固定靶’实验，为同步辐射设备提供束流等。

§1.1 粒子物理实验平台建设的发展态势

国际上利用加速器和对撞机的高能物理实验平台建设一直是围绕高能物理的中心问题，适应高能物

理的需要健康发展的。正在运行和明确在建的高能物理实验平台的基本情况概括如下：

国际上‘高能前沿’实验平台在美国的质子-反质子对撞机TEVATRON已经停止运行，现在只剩下

了日内瓦受人瞩目的高能物理实验平台——‘大强子对撞机（LHC）’，并于2015年春天，其能量将提升

到13TeV开始它的第二阶段的运行，预计相关高能物理实验实验成果要在半年之后才能陆续发表出来。

LHC的质子对撞能量达到13TeV 是人类利用对撞机达到的新‘高能前沿’。现在人们正在期待在它上有

所新发现。

严格意义的正、负电子对撞能够称成‘粒子工厂’，它需要有共振效应，从而能够获得相对‘廉价’更

多的粒子。那么受到发生共振的量子数限制，物理上仅能在四处对撞质心能量发生共振：其质心能量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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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GeV(φ或K工厂), 3.0 4.6GeV（韬-粲工厂）, 9.0 12.0GeV（B工厂）和mZ ' 90.0 92.0GeV（Z-工厂）。

现在世界上‘精确前沿’的高能物理实验平台大部分已经停止运行，只剩下我国的BEPC+BES（韬-粲工

厂：运行的对撞质心能量在2-5GeV区间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正在运行。而日本的B-工厂（KEKB）虽然已

经停运，但是在其上所采集的数据还在分析中，目前不断有新的物理分析结果发表出来。日本正在升级

他们的B-工厂为超级B-工厂（称为SuperKEKB, 亮度高达835cm−2s−1）预期2018年开始取数。

我们在此介绍可能的高能物理实验‘精确前沿’平台——超级Z-工厂时，需要对‘Z-玻色子工厂（简

称为Z-工厂）’的历史做一回顾。

世界上早期建造的‘Z-工厂’有瑞士日内瓦的LEP和美国斯坦福中心的SLC。其中的LEP是环形的

正、负电子对撞机，它分了两个‘阶段’，即LEP-I和LEP-II，对应着不同的物理目标。LEP-I是严格意

义的Z-工厂，其运行能量在Z-玻色子质量上（91GeV附近）；而LEP-II是在能量160GeV以上（最高时曾达

到218GeV）运行。SLC 是直线型的、能量在Z-玻色子质量附近运行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而且还能够做

到对撞的正、负电子处于极化状态的运行模式。LEP-I所达到的亮度为2.431cm−2s−1，而SLC所达到的亮

度为0.631cm−2s−1。

LEP-I和SLC上的高能物理实验为粒子物理的发展，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的确立的历史作用不可磨

灭，至今粒子数据库中的许多实验数据是LEP-I和SLC所测定的。由于加速器和对撞机技术的进步，当今

在Z-玻色子质量的能量下运行，环形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亮度可提高到LEP-I的亮度的千倍以上。在亮

度如此大幅度地提高亮度的状态下，再将最新发展的技术用于配套的探测器上，建造新一代Z-工厂平台，

称为’超级Z-工厂（HZF），在粒子物理发展的当前大背景下，将会产生怎样的科学价值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问题。回答这一问题是极其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虽然国际上曾有过超级Z-工厂，讨论收集到109Z-玻色子

时的所谓的Giga-Z的研究[1, 2]，而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收集到比1012还要多的Z-玻色子情况下，超级Z-工

厂能够做出哪些有意义的问题。

国际上另有采用SLC的技术路线，建造被称为‘国际直线对撞机(ILC)’的直线型的高能正、负电子对

撞机的高能物理平台方案，并已酝酿了多年，而且意向在日本建造。这一方案是直线型，避免了环形的电

磁辐射损失，原则上能量可不断提高下去。由于有‘高能’优势，其研究的物理的重点在于在更加高的能量

下的正负电子对撞。例如对撞质心系能量从350GeV 直到1.0TeV以上。ILC也可在质心能量为Z-玻色子质

量处运行，开展Z-工厂物理的研究。由于直线型对撞机的粒子束只能对撞一次，无法像环形对撞机那样，

让束流反复对撞，其能量在Z-玻色子质量处的亮度无法达到环形对撞机的亮度1。本章节考虑的超级Z-工

厂HZF是环形的Z-工厂，在Z-玻色子质量的能量处的对撞亮度至少可比ILC高出几十倍，因此若本章节考

虑的HZF先于ILC建成，那么ILC建成后，再在质心能量为Z-玻色子质量处运行的意义大为下降，会直接

把重点放在更高能量；如果后于ILC建成，所考虑的HZF可积累的事例将成数量级的增加，因此HZF仍然

有很多有意义的物理，有待研究，不特别担心ILC‘拔了头筹’。

此外，国内有CEPC+SPPC的我国未来高能物理平台设想的方案。其中的CEPC部分与本章节所考虑

的超级Z-工厂（HZF）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即CEPC包括了质心系能量在Z-玻色子质量上运行的计划，但

是与HFZ不同，CEPC重点放在质心系能量为240GeV附近的运行。在该质心系能量下，CEPC中可产生足

够多的Z玻色子和Higgs粒子事例，从而能够充分研究Higgs粒子与Z玻色子耦合和Higgs粒子的其它性质。

另外，由于CEPC+SPPC要求尽快地转入SPPC（超级质子质子对撞机）的建造阶段，因此在设计时，没

有设置要求CEPC在质心能量为Z-玻色子质量上的亮度‘最高’的要求，未来建成后，也只安排对撞机的

质心系能量在Z-玻色子质量上运行大约一年时间。CEPC和HZF的差别造成的结果是CEPC在Z-玻色子质

量的能量上积累事例的统计量可以比HZF的少数量级。因此，本章节为HZF所定下的在Z-玻色子处的物

理目标CEPC将不能完全达到。尽管本章节会考虑将HZF的运行的能量提高，例如到190GeV和240GeV，
1当初Giga-Z的研究背景是建立在直线型对撞机的基础上，所以它只考虑收集到109Z-玻色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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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可参考CEPC的章节，不作为本章节的讨论重点。为此，本章节只是建议在设计和建造HZF时，为

提高运行能量留下‘余地’，至于将来如何提高和何时提高对撞机的运行能量，待到时根据世界高能物理

实验发展情况与时俱进地做出决定。

§1.2 超级Z-工厂（HZF）是我国粒子物理发展应该认真考虑选项

我国的高能物理实验基地BEPC+BES，实际上是韬-粲粒子工厂的高能实验平台。它经过了数次升

级，已经工作了15多年了，虽然BEPC+BES还能工作3-5年，考虑到高能物理实验平台的建设的长期性，

当前认真规划我国高能物理实验基地的未来发展已经很急迫了。

在规划我国高能物理实验基地的未来建设中，有多方面的理由超级Z-工厂HZF应该是我国高能物理

未来发展需要认真考虑的选项。其理由1.超级Z-工厂有重要而且丰富的物理目标，其科学意义决定了粒

子物理下一阶段发展需要它。世界至少需要建造一个这样平台；理由2.如果是建造圆形对撞机，我国在建

造、升级以及运行BEPC+BES中培养了人才和储备了技术，可以‘以我为主’（能够争取到‘外援’更好）

地完成超级Z-工厂的建造和运行。无重大难于克服的困难；理由3.我国高能物理基地从现有的BEPC+BES

到建造成超级Z-工厂，对我国现有和可见未来的人才队伍和技术力量都有挑战，通过‘任务’的完成，对

我国高能物理事业是一次坚实的飞跃，将大大提高我国高能物理在世界上的地位。理由4.虽然超级Z-工

厂造价高昂，即总造价可能需要上百亿，甚至几百亿人民币，但是其建设周期长，费用将分摊多年，若再

能争取到国际合作，由其它国家分担部分费用，因此或许我国可能担负得起HZF的建设；理由5.通过建造

超级Z-工厂实验平台，其中的高科技有促进和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重大作用。

总之，由于超级Z-工厂HZF的物理目标体现出的科学价值；在我国建造HZF的现实可行性；HZF建成

后的国际影响，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推动作用等，决定了建造HZF可作为我国高能物理实验平台建

设的重要选项。我们本章节分成‘物理目标’，‘对撞机’，‘探测器’，‘可能的发展’等具体、较详细地

阐述为何把建造HZF定作为我国高能物理未来发展的选项。

§2 物理目标

§2.1 标准模型精确检验和Z-玻色子物理

Z玻色子是标准模型的重要预言之一。Z玻色子及其相应弱中性流的发现，在确立标准模型的过程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Z玻色子各种物理性质的已有测量与理论计算，多数已经超过百分之一甚至达

到千分之一的精度。这些精确结果，与W粒子性质、中微子散射、原子中宇称不守恒与味物理相关实验和

理论计算相结合，在一圈层次上检验了作为量子规范场论的标准模型描述自然的正确性，并由此精确确

定了一系列重要物理学常数。未来超级Z工厂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重要一步，它将以更高的精度测量各

种末态费米子前后不对称性、左右极化不对称性、Z玻色子的质量、Z衰变总宽度和各种分宽度、轻中微

子代数等重要物理量，由此进一步检验标准模型的正确性，更精确地确定相关物理学常数，特别是表征

弱、电相互作用相对强度的弱电混合角。另一方面，如果实验结果与标准模型的预言有所差别，这将揭示

超出标准模型外新物理的存在。分析这些物理量可能的差别以及相互关系，将提供确定新物理背后具体

物理模型的重要途径。超级Z工厂所需要的超高精度，在对实验提出诸多要求的同时，对理论也同样提出

了重要挑战。特别是对弱电高圈修正的计算，提出了新的要求。本节分段讨论了各种物理量。鉴于弱电混

合角的重要物理地位，我们特别讨论了精确确定该物理量的相关方法。同时我们也将讨论高效计算散射

振幅方法的重要进展以及今后一段时间里面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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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前后不对称性和左右不对称性

超级Z工厂可以精确测量末态产生粒子的前后不对称性，如果超级Z工厂可以提供极化的束流，还可

以精确测量左右不对称性。从实验的角度出发，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定义和末态相关的有效弱混合角[3]，

sin2 θf
eff ≡ kf sin2 θW，其中kf包含对Z玻色子树图阶耦合的部分弱电圈图修正，θW即温伯格混合角。具

体而言，Z玻色子和费米子之间的包括圈图修正在内的有效耦合可以写为[4]：

ḡf
V =

√
ρf (t(f)

3L − 2Qfkf sin2 θW ), ḡf
A =

√
ρf t

(f)
3L . (1)

由此可知，做为弱电精确可观测量，轻子有效弱混合角（包含Z`¯̀顶点的圈图修正）为

sin2 θlept
eff =

1
4

(
1 + Re

ḡl
V

ḡl
A

)
. (2)

对于Z衰变产生的费米子对（包括所有带电轻子和五种较轻的夸克）产生的前后不对称性，我们有

A0,f
FB ≡ σF − σB

σF + σB
=

3
4
AeAf , (3)

其中

Af ≡ 2
ḡf

V /ḡf
A

1 + (ḡf
V /ḡf

A)2
=

1− 4|Qf | sin2 θf
eff

1− 4 sin2 θf
eff + 8(sin2 θf

eff )2
. (4)

如果超级Z工厂上能有极化的电子束流, 左右不对称性ALR可以通过如下关系被精确测量：

Ae
LR =

1
Pe−

σL − σR

σL + σR
(5)

这里Pe−代表电子纵向极化的程度大小，σL(σR)代表电子束流完全左（右）手极化时的散射截面。如果超

级Z工厂的电子和正电子的束流都能够被极化，左右不对称性还可以通过所谓的布兰德机制[5]，在不需要

知道束流的极化大小的情况下，通过如下关系式非常准确的得到：

Ae
LR =

√
(σ++ + σ+− − σ−+ − σ−−)(−σ++ + σ+− − σ−+ + σ−−)
(σ++ + σ+− + σ−+ + σ−−)(−σ++ + σ+− + σ−+ − σ−−)

(6)

前提是束流的左手极化和右手极化的程度是同样大小。这里σij代表电子（正电子）束流的极化为i（j）时

的散射截面。

由于前后不对称性和左右不对称性的测量都是散射截面之比，大部分实验与理论误差都互相抵消，

因此它们是超级Z工厂上重要的精确可观测量。它们对于精确检验标准模型和探索新物理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在标准模型内精确到两圈的相关计算，将对理论分析提出挑战。

另外，注意到LEP上通过b夸克前后不对称性测量得到的轻子有效弱混合角与SLD上通过左右不对

称性得到的结果有大约三倍标准偏差的偏离。这是标准模型精确检验中除了缪子反常磁矩外最大的不一

致。在超级Z工厂上对这两种观测量都有可能极大的提高其精度，这对于在此寻找可能的新物理效应无疑

是很有意义的。

§2.1.2 轻子有效弱混合角

轻子有效弱混合角sin2 θlept
eff能够通过不同的测量方法得到。在LEP上最精确的方法是通过测量b夸克

前后不对称性A0,b
FB。显然A0,b

FB = 3AeAb/4不仅依赖于sin2 θlept
eff，还应该和sin2 θb

eff相关。由于sin2 θf
eff很接

近1/4，由Eq.(4)可知Qe = −1使得Ae很小的同时对sin2 θlept
eff的值极度敏感，而Qb = −1/3使得Ab对sin2 θb

eff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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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的相对敏感度要比轻子小近百倍。因此LEP测量的b夸克前后不对称性对sin2 θb
eff不太敏感，却可以

精确定出[6] sin2 θlept
eff (A0,b

fb ) = 0.23221 ± 0.00029。超级Z工厂在Z共振峰上亮度达到1035cm−2s−1时，运行

一年就能在每个对撞点上获得大约3 × 1010个可见的Z玻色子衰变事例，这是LEP上产生的Z玻色子事例

的数千倍。但为了提取出轻子有效弱混合角，人们必须测量Ab
FB(s)的能量依赖性，这意味着除了Z共振峰

上的数据，超级Z工厂也必须在偏离共振峰的能量点取得数据。但清楚的是，只要有一定量的非共振峰数

据，超级Z工厂上对Ab
FB测量的统计误差应该小到可以忽略。所以关键点是如何减少系统误差，例如将其

降低到0.02%的精度。

如果超级Z工厂上能有极化的电子束流，sin2 θlept
eff也能通过左右不对称性ALR的测量并由如下关系式

来提取：

Ae
LR =

2(1− 4 sin2 θeff )
1 + (1− 4 sin2 θeff )2

(7)

这正是SLD合作组测量sin2 θlept
eff 的最准确的方法，他们发现[6] sin2 θlept

eff (A`(SLD)) = 0.23098± 0.00026，

其中包括系统误差0.00013。但为了进一步减少系统误差，人们必须在非常高精度下获知电子束流极化的

绝对大小，而这是通过康普顿极化测量法所难以达到的（更多讨论可见文献[7, 8]）。

如果超级Z工厂的电子和正电子的束流都能够被极化，Eq.(6)的比值关系中大部分系统误差相互抵

消，因此通过这一方法得到的左右不对称性的精度非常高，很可能会比当前的LEP/SLD结果的精度提高

一个数量级以上，从而得到极高精度的轻子有效弱混合角。

sin2 θlept
eff的两圈完整计算

2已经完成，文献[9]研究了电弱双圈图对b夸克有效弱混合角sin2 θb
eff
的修

正，文献[10]也给出了来自于一些3圈图和4圈图对轻子有效弱混合角sin2 θl
eff
的领头阶修正。目前对轻子

有效弱混合角sin2 θl
eff
的理论预言的绝对误差源于同时包含强相互作用和电弱相互作用的三圈图贡献，

以及包含封闭top夸克圈的电弱三圈图贡献。目前的理论误差估计大约为4.5× 10−5（见[8, 11]及其所引文

献），这稍大于未来超级Z工厂可能达到的实验误差，因此理论计算需要进一步改进。如果能够得到弱电

三圈修正的完整结果，理论误差可以减少到大约1.5× 10−5 [8, 11]，这就和未来的实验期望误差相当。

理论上文献[12]讨论了电弱相互作用对Weinberg角sin2 θW定义中参数∆r和ρ的单圈修正，相应的解析

结果被广泛应用于讨论标准模型中各种物理过程的单圈辐射修正。采取各种可能的近似，人们也对∆r和ρ的

双圈修正进行了分析。对于Higgs质量远远大于top夸克质量以及Higgs质量远远小于top夸克质量两种极

端情形，并且忽略规范玻色子的质量，文献[13]分析了top夸克的汤川耦合通过双圈图对ρ−1和Z → bb̄衰变

宽度的辐射修正。文献[14]则将文献[13]中的结果推广到Higgs质量和top夸克质量具有任意比值的情形。

文献[15]则重新考虑了文献[13, 14]中正比于规范玻色子质量平方项的贡献，采用内插方法证明了这部分

修正与文献[13, 14]中所计算的领头阶贡献在数值上是可以竞争的。由于大的top夸克质量，同时包括强相

互作用与电弱相互作用的双圈辐射修正将ρ的理论预言提升大约6%[16]。此外，还有工作[10]分析了一些

来自于3圈图和4圈图中领头阶贡献对ρ− 1和∆r的理论预言的修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献[17]首次完整

地分析了电弱相互作用对∆r的双圈辐射修正。目前理论上对∆r和ρ预言的相对误差约为5×10−5，主要源

于一些同时包含强相互作用和电弱相互作用的三圈图贡献，以及包含封闭top夸克圈的电弱三圈图贡献。

在包含了完整的三圈图贡献后，人们预期理论预言的相对误差可以达到10−5。

2味道依赖的夸克有效弱混合角sin2 θq
eff的完整两圈计算结果目前尚未完成，尤其是sin2 θb

eff。这是因为和Z`¯̀顶点相比，

Zbb̄顶点的两圈图修正中会出现新的一类拓扑，其中顶夸克出现在内线中，使得这类圈图的积分包括mt等多个质量标度，

相应的数值积分因而变得极为困难。目前对sin2 θb
eff的费米型的两圈图修正（即两圈图中至少包含一个闭合的费米圈）已

经有了结果[9]，但玻色型的两圈图计算（即不含闭合的费米圈）还有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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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Z玻色子的质量与宽度

Z玻色子的质量是标准模型中的一个基本参数，LEP上的测量结果为[6] mZ = 91.1875±0.0021 GeV。

这里的误差包括统计误差1.2 MeV，而在超级Z工厂中由于数据量很大，统计误差可以降到100 KeV以下。

该测量的系统误差主要来自于束流能量测定，在LEP上是1.7 MeV。如果采用共振退极化的技术，可以将

束流能量测量的不确定性降到几百KeV乃至更低。因此超级Z工厂上Z玻色子质量测量的精度应该能够达

到几百KeV的量级。

Z玻色子的总衰变宽度在LEP上的测量结果为[6] ΓZ = 2.4952 ± 0.0023 GeV，这里误差包括统计误

差0.002 GeV和系统误差0.0012 GeV。显然在超级Z工厂的测量结果中统计误差将小到可以忽略，而系统

误差和mZ的情形非常类似，也主要来自束流能量测定的不确定性。因此超级Z工厂对Z玻色子衰变宽度测

量的精度应该和mZ的精度差不多。理论上标准模型中还没有得到ΓZ的完整的弱电两圈修正结果。最新

的进展[18]是两圈图中仅有O(α2
bos)的玻色两圈修正项未知，理论误差也由此降低到大约0.5 MeV。但和未

来超级Z工厂可能达到的实验精度比起来，这一理论误差还需改进。如果未来三圈弱电修正项能够被完整

地算出来，理论误差可以降低到大约0.08 MeV [18, 19]。

§2.1.4 其它精确观测量

在许多标准模型的扩展中，第三代夸克相关的新物理效应可能相对较大。Z玻色子和b夸克的耦合可

以通过对b夸克前后不对称性测量和Z玻色子衰变到b夸克的部分宽度提取出来。注意到LEP上对b夸克前

后不对称性的测量和SLD合作组对Ae
LR的测量结果之间的不一致，在超级Z工厂上更精确地测量Z → bb̄的

分宽度尤为重要。

在LEP和SLC上已经精确地测量了比值Rb ≡ ΓZ→bb̄/ΓZ→had，其结果为[6] Rb = 0.21629±0.00066，其

中ΓZ→had是Z玻色子的强子分宽度，即其衰变到所有夸克末态的分宽度之和。在超级Z工厂上会有比LEP/SLC上

多得多的b夸克事例，同时b tagging的效率也会更高，因此Rb的实验结果有望达到0.1%的精度。理论上，标

准模型两圈弱电修正的部分结果已经被算出，剩下更高阶的修正导致的理论误差估计为[18] 1.5× 10−4，

和超级Z工厂预期的实验精度相当。未来如果领头阶的高阶修正能够算出来，理论误差可以降低到∼ 1×
10−4。

用一组弱相关的变量来描述Z玻色子在共振峰附近的物理会比较方便，这组变量（可参考[3]）中就

包括了强子-轻子比值R` ≡ ΓZ→had/ΓZ→`+`−)。LEP上假设轻子普适性下已经测量了这一比值为R` =

20.767± 0.025 [6]。LEP上的实验误差主要是统计误差，系统误差仅为0.007。但在未来的超级Z工厂上，受

益于巨大的数据量，实验误差将主要来自系统误差。当前R`的理论误差估计为0.005 [18]，和未来的实验

精度相比也许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同时，大量的Z → e+e−, µ+µ−和τ+τ−事例可以在前所未有的精度下

检验轻子普适性假设。

另一个有趣的观测量是Z玻色子的不可见衰变宽度Γinv = ΓZ − ΓZ→had − 3ΓZ→`+`−，由此可以得

到轻于MZ/2的中微子代数Nν ≡ Γinv/ΓSM
Z→νν。在LEP上中微子代数也已被精确测量，其结果为[6] Nν =

2.9840±0.0082，比三代中微子的期望值低了大约两倍标准偏差。对实验误差最大的贡献之一来自小角Bhabha散

射的理论不确定度0.061%，这直接导致Nν的误差为0.0046，具体细节可见文献[6]。目前小角Bhabha散射的

理论不确定度为0.054% [20, 21]。这意味着超级Z工厂上对Nν测量的误差很难小于0.004，除非小角Bhabha散

射的理论计算方面能够取得显著的进展。

§2.1.5 标准模型精细计算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而将来不论是在LHC上，还是在超级Z工厂上，都可以大幅改进对上述物理观测量的测量精度。同样

我国论证中的Higgs工厂CEPC，也是为了精细测量Higgs质量，衰变分支比，与规范粒子的耦合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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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测量结果已经对标准模型的参数空间形成了很强的限制，利用相应的软件包对实验结果与标准模

型理论预言进行整体拟合，我们可以对标准模型进行精确检验，为实验上寻找超越标准模型的新物理提

供理论指导。鉴于目前实验现状以及不远的将来实验测量精度的改进，下面的物理量对于电弱物理中的

精细计算也许是重要的：

• 标准模型框架内，研究电弱双圈图对Z → bb̄, Z → cc̄和Z → τ τ̄辐射修正；文献[13, 14]只是包含了

来源于电弱双圈相互作用对Z与轻子的矢量与轴矢量耦合的领头阶顶夸克修正，文献[22]分析了来源

于双圈中不可因子化的强相互作用对Z → bb̄衰变宽度的次领头阶辐射修正。有鉴于此，我们需要

对上述三个衰变过程给出完整的双圈图电弱辐射修正，特别是内线虚粒子包含封闭的top圈或者内

线顶角包括top夸克的汤川耦合的电弱2圈图所导致的中性规范玻色子与b, c, τ之间的弱偶极矩作

用Zµν f̄σµνf对Z → bb̄, Z → cc̄和Z → τ τ̄分支比的修正3。因为这个相互作用对衰变分支比的修正正

比于末态费米子质量，目前计算精度下对Z → eē, Z → µµ̄分支比的修正可以忽略，但应当考虑这个

算符对Z → bb̄, Z → cc̄和Z → τ τ̄分支比的修正；

• 标准模型框架内，首先分析来源于双圈中不可因子化的强相互作用对h0W
±W∓和h0ZZ耦合的双圈

辐射修正(1圈为QCD,1圈为电弱)，进而分析电弱相互作用对h0W
±W∓和h0ZZ耦合的双圈辐射修正

的领头阶修正；

• 目前文献中用于双圈图主积分计算的解析和数值方法只能应用于具有特殊拓扑结构和内线粒子质
量的双圈图，并且不能处理结果中可能包含的红外和共线发散。实际上维数正规化中对圈动量积分

后，所有的主积分可以表示为高维复空间中对Feynman/alpha参数沿特殊路径的积分。为了正确的应

用留数定理，我们必须应用同调论对积分路径的拓扑性质进行分析。早在上世纪60年代，欧美学者

就将同调论方法应用于解析分析Feynman参数积分[23]，我们这里希望将有关的结论和定理推广到多

圈图的计算中。

§2.1.6 场论计算新方法

计算散射振幅的传统方法是通过费曼图。该方法提供了清晰的物理图像和系统的计算步骤，在量子

场论计算中被应用最多。但该方法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例如：（1）随着参与反应粒子数的增加，费曼图

个数指数增长。如果反应过程涉及规范场，费曼图很容易成千上万。许多时候，直接从费曼图出发，相应

计算根本无从下手，也远远超出计算机可以预见的能力。（2）单个费曼图的表达式一般都很复杂。（3）

对规范场理论，单个费曼图一般都依赖于规范。计算过程中很多项相互抵消掉，最终计算结果一般都简

洁整齐，并且规范不变。因此对规范场理论，费曼图方法是相当不经济的。基于以上和其它的一些理由，

寻找高效、正确计算散射振幅的新方法是量子场论领域的重大课题。最近十年，新的思想和方案得到巨

大的发展。基于这些新思想新方法上的计算方案也已经建立，并且相应的程序包也已经出现。利用这些

程序，原来不能处理的，对LHC实验非常重要的一些反应道，包括Higgs粒子，可能的超对称粒子等重要

物理目标的一圈图的理论修正也已经计算完成。

在树图计算方面，一个重要的进展是在壳递推关系的建立[24, 25]。这个关系基于场论中振幅的一般

性质：树图的奇点结构和内线传播子在壳时的因式化定理。通过适当选择的两个外线粒子动量的形变，

把树图振幅化为单复变变量z的有理函数。利用复变函数理论的结果，这个有理函数可以通过它在各个奇

点的留数决定，而留数本身即为低点树图在壳振幅。它避免了上面提到费曼图方法的各种缺点，特别是

避开了中间计算过程中的非在壳阶段，因此可以产生非常紧凑简单的表达式。通过对在壳振幅的系统研

究，目前我们认识到它是对费曼图的一种重新分解和组合。这种图像在N=4超对称规范场的研究中得到

了非常具体的图像体现。它的振幅可以被映射为某个几何空间中的高维多面体的体积。该多面体的不同

切割到子部分的方式就对应于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在壳递推关系）。

3类似于涉及大的汤川耦合的Barr-Zee图对轻费米子磁偶极矩和电偶极矩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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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圈图的计算方面，有如下几个重要的进展。第一个进展是领头奇性行为的重新发现[26]，特别是

它在计算方块基系数方面的巨大简化。通过局限到领头奇点处，一圈积分动量被确定，方块基的系数转

化为四个顶角部分在壳树图的乘积。这个思想在后面OPP方案中得到巨大的应用。第二个重要进展是约

化的简化。圈图计算中的一个最常用的技巧是约化，即把圈图展开为一堆基的线性组合。基的选择有一

定自由度，但是选择后就可以应用到所有过程。因此圈图的计算就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基的确定和基的

计算；二是确定展开中基的系数。这几年的研究，进一步把约化划分为”被积函数层次上的约化”和”积分

层次上的约化”。被积函数是外线动量的有理函数，表达式可以通过费曼图直接读出。而约化的过程就是

计算代数几何研究中的多项式环除法的具体应用。这个更数学但是更整合的思想提供了许多强有力的数

学工具。因此被积函数层次上的约化问题可以认为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并且它比较容易从一圈图推

广到高圈图的计算。在一圈图计算中，OPP方案[27]是这个约化方法的具体实现。该方案的推广（更精细

化）是目前许多非常有效的计算程序包的基础。积分层次上的约化的巨大发展是么正切割方法的引入。

通过么正切割和最近发展起来的全纯反常技巧，我们可以把约化相空间的积分转化为相应奇点留数的计

算。由于积分转化为代数的计算，我们可以非常简洁的计算基的系数。其实通过一般的计算，我们已经给

出了基系数的解析表达式，因此一圈图的解析计算可以考虑为一个基本解决的问题。

由于一圈图的计算得到比较完美的解决，并且已经实际应用到LHC实验的数据分析中，理论研究的

重点转移到两圈及高圈的计算。相对于一圈图，我们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也取得不少的进展。首

先，利用计算代数几何，被积函数层次上的约化有系统的算法[28, 29, 30]。不过由于基的个数增长太快，

大约几十个到上百个，计算的有效性改善得不是很多。积分层次上约化的研究目前刚刚开始，特别是基

的确定还没有完全解决。目前有几种方法去讨论这个问题。第一个方法是用IBP方法，通过求解一个巨大

的线性方程组。第二个方法是利用最大切割方法。第三个方法是推广的么正切割方法。这些方法目前都

在发展中，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另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发展。第一个是”符号方法”。通过这个技巧，

一大类的两圈图或者高圈图的积分结果可以比较紧凑的写出来。第二个是改良的IBP方法。通过比较巧

妙的选择基，IBP方程可以写为比较方便的三角形式。在这个形式下，基的求解可以有比较明确的级数展

开，计算相对简单很多。

上面的这些理论发展，有些已经程序化，因此可以比较方便的用于我们关于Z工厂相关的物理目标。

在一圈图的计算上，GoSam2.0 [31] 是一个比较高效的公开程序包。在两圈图的计算上，专门为代数几何

计算编写的程序包”Macaulay2”非常适合用于被积函数层次上的约化问题[32]。在积分层次上的约化，由

于新的方法还没有完成，目前主要应用的还是IBP方法，当前公开的程序包有Reduze2 [33]。由于Z工厂相

关的物理目标主要包括3粒子，4粒子和5粒子的过程，IBP方法还是可以应用来解决问题的。约化完成后，

基的计算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基是无质量的情况，解析计算还是相对简单的，但当有质量进入时，

问题会复杂很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2.2 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

在Z工厂上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可以通过测量通过Z共振产生的ff̄过

程中可观测量与标准模型的偏离，另一个途径是测量新模型提供的标准模型所没有的末态。下面列出几

个具体探测新物理存在的方法或过程。

(1) 测量费米混合角

在Z工厂上一个常用的客观测量就是有效弱混合角（在领头阶等于温伯格角sinθW ≡ sW ）

sin2θf
eff :=

1
4|Qf |

(
1−Re

[
gf

V

gf
A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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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新物理模型，文献[34]研究了在LHC上没有发现超对称粒子的情况下通过测量有效混

合角依然可以在Z工厂（GigaZ/ILC）上发现超对称效应。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m χ±~

1
 [GeV]

0.2312

0.2313

0.2314

0.2315

0.2316

si
n2 θ ef

f

   SM(MHSM = MhMSSM) ± σpara-ILC

   (sin2θeff)
exp = today ± σILC

squarks & gluinos: MQ,U,D=6 (MQ,U,D)SPS; Au,d=6 (Au,d)
SPS; mg=6 (mg)

SPS
~~

sleptons, neutralinos & charginos: ML,E=scale (ML,E)SPS; Aτ=scale (Aτ)
SPS; M1,2=scale (M1,2)

SPS

superpotential:  µ = scale (µ)SPS

scale = (SUSY mass scale varied)

  SPS1a’ ± σpara-ILC

图 1: 标准模型和超对称理论预言sin2θeff 与实验结果的对比。超对称参数基于SPS 1a’方案，其中标量其中squark和gluino

的质量设为SPS 1a’ 质量的六倍，其余质量用统一的超对称质量标度。

文献中研究了基于SPS 1a’方案[35]，但是squark和gluino质量设为SPS 1a’方案六倍。其他质量除MA

保持SPS 1a’参数以外都用统一超对称质量标度。在这个方案下，参与强相互作用的粒子由于质量太大，

不能在LHC上直接探测到。图1给出了sin2θeff 随最轻的chargino（χ±1 ）质量变化在此方案以及标准模型

预言和实验结果的对比。其中理论预言包含了参数不确定性σpara−ILC ，其来源于ILC上mt 测量的不确

定性δmt = 100 MeV[36] 以及∆α
(5)
had 未来可能达到的不确定性，δ(∆α

(5)
had) = 5 × 10−5 [37]。与之相比较

的sin2θeff 实验数据也考虑了在GigaZ 上可能达到的误差σILC = 0.000013 。

从图上可以看到，在这个方案下即使是由于带色的超对称粒子太重以至于不能在LHC上探测到，

当mχ±1
. 500GeV时在GigaZ/ILC 上依然可以间接探测到超对称效应。这也意味着即使在LHC上不能直

接探测到的一些新物理效应可以在Z-factory 上间接探测出来。

(2) 通过µ子对产生寻找新的规范对称性

标准模型扩充的新物理模型中，多数存在规范对称群的扩充，从而预言了新的规范玻色子存在。例

如，最简单的U(1)扩充即可预言出一个新的中性规范玻色子。而小Higgs模型、左右对称模型等将会预言

更多的重规范玻色子的存在。对于重的中性规范玻色子，可以在Z-factory上通过轻子末态来研究Z玻色子

的共振产生与新的中性规范玻色子的虚产生间的干涉效应。通过Z-pole附近前后的精确测量，并借助束流

极化手段，可以研究重规范玻色子的效应，确定新物理模型。

在小Higgs模型下，由于规范群的扩充，在µ子对产生过程中除了标准模型贡献，还有重光子和重Z玻

色子提供的贡献[40]。

有质量规范粒子与费米子耦合可以写为iγµ(gV + gAγ5)，其具体耦合参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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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e

µ

µγL

(2)

e

e

µ

µ
ZL

(3)

e

e

µ

µγH

(4)

e

e

µ

µ
ZH

图 2: 小Higgs模型e+e− → µ+µ−树图

图 3: (a) 在标准模型与小Higgs模型下极化与非极化e+e− → µ+µ−过程截面(b) 极化与非极化过程相对偏差

gZL l̄l
V = − e

4sW cW

{
(−1 + 4s2

W )− v2

f2

[
1
2
c2(c2 − s2)− 15

2
(c′2 − s′2)

(
c′2 − 2

5

)]}
,

gZL l̄l
A = − e

4sW cW

{
1 +

v2

f2

[
1
2
c2(c2 − s2) +

5
2
(c′2 − s′2)

(
c′2 − 2

5

)]}
,

gZH l̄l
V = − ec

4sW s
, gZH l̄l

A =
ec

4sW s
,

gγH l̄l
V =

e

2cW s′c′

(
3
2
c′2 − 3

5

)
, gγH l̄l

A =
e

2cW s′c′

(
1
2
c′2 − 1

5

)
, (9)

在小Higgs模型参数为f = 1 TeV , c = 0.4,c′ = 0.68 和χ = 1√
2
时，研究标准模型与小Higgs模型截面偏

差。

从图3可以看出，虽然在Z玻色子共振峰处小Higgs模型与标准模型没有偏差，但是在稍微偏离共振峰

的90 GeV 或者92 GeV小Higgs模型明显偏离了标准模型，不同极化下相对偏离基本没有差别。

左右手模型作为标准模型的另一个扩充，相对于标准模型增加了一个右手的SU(2)相互作用，使得其

在标准模型的规范粒子之外，还提供了一个重的Z玻色子传递中性弱相互作用。图4为e+e− → µ+µ−过程

左右手模型树图[41]

其中Z和Z ′与费米子相互作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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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e

µ

µγ

(2)

e

e

µ

µ
Z

(3)

e

e

µ

µ
Z ′

图 4: 左右手模型e+e− → µ+µ−树图

gZl̄l
V =

1
4

[
(− cos θW + 3 sin θW tan θW ) cos ε +

(−√cos 2θW

cos θW
+

2 sin2 θW√
cos 2θW cos θW

)
sin ε

]
,

gZl̄l
A =

1
4

[
− cosε

cos θW
+
√

cos 2θW

cos θW
sin ε

]
,

gZ′ l̄l
V =

1
4

[
− (− cos θW + 3 sin θW tan θW ) sin ε +

(−√cos 2θW

cos θW
+

2 sin2 θW√
cos 2θW cosθW

)
cos ε

]
,

gZ′ l̄l
A =

1
4

[
sin ε

cos θW
+
√

cos 2θW

cos θW
cos ε

]
, (10)

图 5: (a) 在标准模型与左右手模型下极化与非极化e+e− → µ+µ−过程截面(b) 极化与非极化过程相对偏差

图5在左右手模型ZL − ZR 混合角为ε = 0.021 时，标准模型与小Higgs模型截面偏差。从图中可以看

出，在做极化以后+−极化能使得新物理模型效应更加明显。
对比图3和图5，可以看出虽然两个模型相对于标准模型都有偏离，但是从偏离行为以及不同极化对

比可以区分两个模型，从而为在将来发现新物理以后确定具体的新物理模型提供理论依据。

(3) 测量底夸克的前后不对称性

另外底夸克作为顶夸克的同位旋伴随子，在许多模型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LEP 实验上探

测底夸克的前后不对称性是仅有几个与标准模型偏离达到两倍标准差的可探测量之一[38]，这个偏离可

以用诸如额外维模型等新物理来解释[39]。在Z工厂上，相比与LEP/SLD实验，不对称参数Ab = 2gV,bgA,b

g2
V,b+g2

A,b

的探测精度可以提高多个量级，同时又由于前后在Z 工厂上前后不对称性不依赖Zee 耦合，从而确定这

个偏差是来源于新物理还是仅仅来源与统计涨落。

(4) 新物理中轻子味改变的Z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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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子味改变的Z衰变Z → `i`j 在标准模型中被强烈压低而导致在对撞机上不可能看得到，但在超对称

理论中这些稀有衰变会得到增强而可能达到观测的水平，能够大大增强这些衰变的超对称理论包括R-宇

称不守恒的最小超对称模型[42, 43] 和超对称seesaw 模型[44]。

先看R-宇称不守恒的最小超对称模型，在最小超对称模型中，R-宇称不守恒的相互作用由下面的超

势给出

W6R =
1
2
λijkLiLjE

c
k + λ′ijkLiQjD

c
k +

1
2
λ′′ijkεabdU c

iaDc
jbD

c
kd + µiLiH2, (11)

这里的i, j, k是代指标, c表示电荷共轭，a, b，d是色指标，εabd 是全反称张量，H2 是黑格斯二重态超场，

Li(Qi) 和Ei(Ui, Di) 分别是左手轻子（夸克）二重态和右手轻子（夸克）单态手征超场。关于这些耦合的

实验限制，可以参看综述文章[45]. 这些耦合中的λ和λ′ 都是破坏轻子数的，都可以引导轻子数破坏的Z衰

变Z → `i
¯̀
j 和`i → `jγ [42, 43, 46]. 比如，如图6所示，λ′ijk 在圈图水平通过交换标量夸克ũj

L 或者d̃k
R可以

引导衰变`i
¯̀
jV (V = γ, Z)。对于这些轻子味道改变的过程，实验限制来自对`i → `jγ的寻找[47]

`i `jdk

ũL
j ũL

j

γ, Z

(a)

`i `j

dk

ũL
j

γ, Z
(b)

`i `i `jdk

ũL
j

γ, Z

(c)

`i `j `jdk

ũL
j

γ, Z

(d)

`i `juj

d̃R
k d̃R

k

γ, Z

(e)

`i `j

uj

d̃R
k

γ, Z

(f)

`i `i `juj

d̃R
k

γ, Z

(g)

`i `j `juj

d̃R
k

γ, Z

(h)

图 6: R-宇称破坏的超对称耦合所引导的轻子味道改变的转换的费曼图.

BR(µ → eγ) < 1.2× 10−11, BR(τ → eγ) < 1.1× 10−7, BR(τ → µγ) < 4.5× 10−8, (12)

和LEP对Z → `i
¯̀
j的寻找[48]

BR(Z → µe) < 1.7× 10−6, BR(Z → τe) < 9.8× 10−6, BR(Z → τµ) < 1.2× 10−5. (13)

将来的Z-工厂（假设GigaZ，也就是109个Z)对这些轻子味道改变的衰变的敏感度是(见G. Wilson的报告，

DESY-ECFA LC Workshops，Frascati, 1998)

BR(Z → µe) ∼ 2.0× 10−9, BR(Z → τe) ∼ κ× 6.5× 10−8, BR(Z → τµ) ∼ κ× 2.2× 10−8 (14)

这里的因子κ的取值可以从0.2到1.0. 在图形7中我们取κ = 1.0画出了Z-工厂（GigaZ）对R-宇称破坏耦合

的敏感度。

下面我们看超对称seesaw 模型。中微子质量的seesaw 机制可以在超对称中通过引入右手中微子超

场（具有很重的Majorana 质量）来实现 [49]. 在这样的理论中，在普朗克标度通常假设标量轻子的味道

对角性，但是，由于没有对称性来保证标量轻子的味道对角性，在电弱标度标量轻子的味道还会发生混

合。这样的标量轻子的味道混合是正比于中微子的汤川耦合的，由于seesaw 机制，中微子的汤川耦合可

以像顶夸克（top quark) 的那样大，并且有一个增强因子log(M2
P /M2)（MP 是普朗克标度，M 是中微子

的Majorana质量）。因此，具有seesaw机制的最小超引力模型（mSUGRA）可以预言大的标量轻子在电弱

标度的味道混合。含有右手中微子超场νR 的超势是

Wν = −1
2
νc

RMνc
R + νc

RyνL ·H2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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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Z-工厂（GigaZ）对R-宇称破坏耦合的2σ的敏感度。来自`i → `jγ的限制和LEP的Z-衰变的限制也画在了图中。

这儿的M 和yν 是味道空间的矩阵, L 和H2 分别是左手轻子二重态和黑格斯二重态（分别具有−1 和+1

的超荷）。带电的标量轻子的质量矩阵是

m2
˜̀ =

(
m2

LL m2†
LR

m2
LR m2

RR

)
(16)

其中

m2
LL = m2

L̃
+

[
m2

` + m2
Z cos 2β

(
−1

2
+ s2

W

)]
1, (17)

m2
RR = m2

R̃
+

(
m2

` −m2
Z cos 2β sin θ2

W

)
1, (18)

m2
LR = A`v cos β −m`µ tanβ 1, (19)

这里的1 是代（generation）空间中的单位3× 3 矩阵.

由于右手标量中微子和Majorana 中微子一样重，它对轻子味道改变过程的贡献可以忽落不计。这

样，只有左手标量中微子的贡献需要考虑。左手标量中微子的质量矩阵是

m2
ν̃ = m2

L̃
+

1
2
m2

Z cos 2β 1. (20)

我们假定在普朗克标度软破缺参数都有一样的取值：

mL̃ = mR̃ = m0 1, (21)

A` = A0y`, Aν = A0yν .

由于y` 和yν 一般来说不能同时对角化，我们假设y` 在味空间是对角的而yν 不是对角的。这样，带电的

标量轻子的质量矩阵在普朗克标度是对角的。但是，当通过重整化群方程向下演化到电弱标度时，带电

的标量轻子的质量矩阵就不再是对角的了：

δ(m2
L̃
)IJ ' − 1

8π2
(3m2

0 + A2
0)(y

0†
ν y0

ν)IJ ln
(

MP

M
)

, (22)

δ(m2
R̃
)IJ ' 0 , (23)

δ(A`)IJ ' − 3
16π2

A0(y0
` )II(y0†

ν y0
ν)IJ ln

(
MP

M
)

, (24)

这里y0 ≡ y(MP ). 因此，带电的标量轻子和左手的标量中微子在味道空间都存在味道混合。带电的标量

轻子的味道混合可以诱导味道改变的中性流耦合χ̃0
α`I

˜̀
J and Z ˜̀

I
˜̀
J，而左手的标量中微子的味道混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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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超对称seesaw模型对轻子味道改变的Z衰变Z → `i
¯̀
j的贡献的费曼图。

以诱导味道改变的带电流耦合χ̃+
α `I ν̃J。如图8 所示，这些味道改变的耦合可以诱导轻子味道改变的Z衰

变Z → `i
¯̀
j。

考虑到目前的中微子震荡的数据的限制并引入两个具有质量M1 = 1013 GeV 和M2 ' 1015 GeV的

两个右手中微子, 超对称seesaw模型中衰变Z → `i
¯̀
j 和`i → `jγ 的分支比如图9 所示（m0 是普适的标

量粒子质量）。可以看到在超对称seesaw模型中Z → τµ的分支比可以达到10−8（目前的限制是BR(τ →
µγ) < 4.5× 10−8，见Eq.12）。由于Z-工厂（GigaZ）对Z → τµ 的敏感度是10−8（见Eq.(14），可以通过寻

找Z → τµ 在Z-工厂上探索超对称seesaw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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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超对称seesaw模型中衰变Z → `i
¯̀
j 和`i → `jγ 的分支比。

（5）新物理中Z-玻色子稀有衰变到一个轻的黑格斯粒子

如图10所示，在一些新物理模型中，比如Type-II 2HDM [50], L2HDM [51], nMSSM[52]和NMSSM[53]，

Z-玻色子可以稀有衰变到一个轻的CP-odd的黑格斯粒子Z → f̄fa (f = b, τ), Z → aγ，Z → aaa，研究发

现[54]衰变的分支比可以达到未来的Z-工厂的敏感度。

在目前的实验限制下，我们扫描模型的参数空间。对于Type-II 2HDM，我们扫描的参数空间是

1 ≤ tanβ ≤ 80, −
√

2/2 ≤ sinα ≤
√

2/2, ma ≤ 30 GeV, λ5 ≤ 4π,

5 GeV ≤ mh1,h2 ≤ 500 GeV, 316 GeV ≤ mH+ ≤ 500 GeV (25)

对于L2HDM，我们扫描的参数空间是

1 ≤ tanβ ≤ 80, −
√

2/2 ≤ sinα ≤
√

2/2, ma ≤ 30 GeV, λ5 ≤ 4π,

5 GeV ≤ mh1,h2 ≤ 500 GeV, 92GeV ≤ mH+ ≤ 500 GeV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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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Z-玻色子稀有衰变到轻的CP-odd的黑格斯粒子的费曼图。

对于nMSSM，我们扫描的参数空间是

0.1 ≤ λ ≤ 0.7, 1 ≤ tanβ ≤ 80, 100 GeV ≤ mA ≤ 1 TeV,

50 GeV ≤ µeff ,M1 ≤ 500 GeV, −1 TeV ≤ Aλ ≤ 1 TeV, 0 ≤ m̃S ≤ 200GeV (27)

对于NMSSM，我们扫描的参数空间是

0.1 ≤ λ, κ ≤ 0.7, 1 ≤ tanβ ≤ 80, 100 GeV ≤ mA ≤ 1 TeV,

50 GeV ≤ µeff ,M1 ≤ 500 GeV, −100 GeV ≤ Aκ ≤ 100 GeV (28)

通过扫描我们发现tanβ的取值范围是8-20（在Type-II 2HDM中）、37-80（在L2HDM中），而在nMSSM

和NMSSM 中tanβ 的上限是10。

在图形11 中, 我们给出了这些稀有衰变在四个新物理模型中的分支比。从图形11可以看出：(i) 四个

模型中的Type-II 2HDM给出的Z → b̄ba分支比最大，可以达到6×10−5。原因是在Type-II 2HDM中b̄ba耦

合被tanβ抬高。而在其它三个模型中，̄bba耦合被cot β 压低或者被a的单态场分量压低。图形11显示出

在L2HDM中Z → τ̄ τa的分支比最大，最大可以达到10−4; (ii) Z → aγ的分支比在四个模型中分别可以达

到9×10−9, 6×10−10, 9×10−11和4×10−10; (iii) Z → aaa的分支比在Type-II 2HDM、L2HDM和nMSSM中可

以达到10−3。对于这个衰变nMSSM和NMSSM的差别主要在于：在nMSSM中h可以在质量壳上，而在NMSSM中

这是不可能的。

透过以上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通过Z-玻色子的稀有衰变我们可以在未来的超级Z-工厂上探索新物

理，这些新物理包括超对称的R-宇称破坏、超对称seesaw模型、次最小超对称模型和两个黑格斯二重态模

型，由于这些不同的新物理模型所给出的分支比有较大的差别，将来的Z-工厂可以区分不同的模型。

§2.3 韬（τ）轻子物理

§2.3.1 简介

τ轻子是标准模型中的第三代轻子，在所有轻子中质量最大，而且比第一、第二代夸克的质量都大，

因此它不仅可以衰变产生其他轻子，还可以产生含一二代夸克的强子（如图 12），从而可以进行电弱和

强相互作用的研究。这使得它在标准模型的精确检验和新物理的寻找中处于无可代替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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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Z-玻色子稀有衰变在四个新物理模型中的分支比。

τ轻子最初在正负电子对撞中被发现，e+e− → τ+τ−的截面从阈值（约3.55 GeV）起由于相空间增大

缓慢上升，到4.3GeV附近达到最大（约3.5 nb），然后随1/s逐渐下降，在底夸克能区（∼10 GeV）降到0.9

nb并继续下降，直到Z0共振态出现，由于弱作用的贡献，e+e− → τ+τ−的截面在Z0峰上达到1.5 nb。除通

过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的产生外，如果质量允许，矢量介子也可以衰变产生τ+τ−对，尤其是产额

很大的窄共振如ψ(2S)、Υ(1S)、Υ(2S)、Υ(3S)等，都有很大的分支比衰变为τ+τ−。

介子工厂的运行，尤其是在3-5 GeV之间的τ -粲工厂（如BEPCII）和10 GeV附近的B工厂（如PEPII

和KEKB），在粲偶素能区和底偶素能区积累了大量数据，但与在Z0共振峰上τ物理的研究相比，后者具

有很多优点。由于Z0质量为91 GeV，衰变产生的τ轻子具有很高的动量，其衰变产物由于洛仑兹推动效应

极度前冲，因此Z0衰变产生的τ+τ−事例在空间分为两个非常窄的”喷注”结构，而且几乎是”背对背”的，

再考虑到衰变末态粒子数较少，且有伴随中微子产生导致的能量损失，使得τ+τ−事例具有极其鲜明的特

征，非常容易与其他的事例区分开来，从而具有下列的优点：

1. 效率高、本底率低, 信噪比高；

2. 事例选择简单,可以直接重建对，无需标记；

3. 可做τ+、τ−间的关联分析，提供更多信息。

LEP实验在τ物理的研究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5]，包括τ+τ−产生前后不对称的测量、τ的极化测量、

τ的寿命测量、τ的衰变的洛仑兹结构、分支比及τ 半轻子衰变的能谱函数测量等，对于精确检验轻子普

适性、矢量流守恒、V-A特性等标准模型的特征,精确测量强相互作用耦合常数、CKM矩阵元Vus等标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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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τ衰变示意图。

型参数提供了重要数据。

然而，LEP实验的亮度较低，使得目前检验的精度依然受到限制，LEP实验探测器的设计对τ轻子的

重建也有很大的约束。提高亮度积累更多的τ+τ−事例，进一步提高重建效率和不同衰变末态之间的混杂

率，也可以极大提高精确检验的灵敏度。由于τ粒子的动量很高，τ的平均衰变长度约为2.2 mm，因此好

的衰变顶点测量可以提高其寿命的测量精度并减少从对撞顶点产生的本底比例；τ衰变末态粒子由于很

强的洛仑兹推动都集中在一个张角约为1 的圆锥内，要将靠得很近的带电径迹或光子很好地区分开来，

需要探测器有很好的”粒度”，这就对Z0工厂的探测器设计，尤其对于电磁量能器的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

现代的高能实验探测器已探讨过相关的问题，除了为增大接收度提高了探测器的覆盖范围，普遍安

装高精度的像素探测器和径迹室外，为实现高效率低本底τ衰变重建，普遍采用纵向多层读出（可有效分

辨真假光子）和每层小单元数字读出（可有效提高角分辨，改善π0重建效率）。为直线对撞机设计的ILD探

测器上采取5 × 5mm2单元读出时，τ衰变为π, ππ0, πππ0的重建和误判效率见表 1，与LEP上最好的情形

（ALEPH实验）对比（表 1），我们可以看到，前者的绝对重建效率提高10-30%，不同末态之间的相对交

叉误判率显著减小。所有这些，意味着选择出的事例样本更纯，由于π0重建和蒙特卡罗模拟造成的系统

误差会大大减小，保证了利用这些事例进行的物理分析精度会大大提高，结果也更加可靠。

表 1: τ重建效率与样本纯度对比，ILD结果来自 [58]290页, ALEPH结果来自 [56]。

实验 衰变道 效率（%） 纯度（%）

τ− → π−ντ 96.0 89.5

ILD τ− → π−π0ντ 91.6 88.6

τ− → π−π0π0ντ 67.5 73.4

τ− → π−ντ 65.0 88.1

ALEPH τ− → π−π0ντ 68.2 91.8

τ− → π−π0π0ντ 57.7 78.5

§2.3.2 τ的产生与极化测量

标准模型中，e+e−湮灭中的τ+τ− 产生通过电磁和弱中性流实现，即，e+e− → γ∗, Z∗ → τ+τ−。

在Z0共振峰附近，弱作用为主，使得我们可以通过测量τ+τ−的产生截面及相关分布确定标准模型中跟轻

子耦合相关的参数。由于τ在探测器内很快衰变，我们可以通过其衰变末态粒子的分布，或测量两个τ衰

变间的关联测量其极化，从而可更多地获得相关物理信息，对于其他轻子对末态，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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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e+和e−束流是非极化的，在Z0共振峰上，即s = M2
Z ,近似地有 [57]

σ(M2
Z) =

12π

M2
Z

ΓeΓτ

Γ2
Z

, (29)

AFB(M2
Z) =

NF −NB

NF + NB
=

3
4
PePτ , (30)

APol(M2
Z) =

σ(hτ=+1) − σ(hτ=−1)

σ(hτ=+1) + σ(hτ=−1)
= Pτ , (31)

Aτ
FB,Pol(M

2
Z) =

N
(hτ=+1)
F −N

(hτ=−1)
F −N

(hτ=+1)
B + N

(hτ=−1)
B

N
(hτ=+1)
F + N

(hτ=−1)
F + N

(hτ=+1)
B + N

(hτ=−1)
B

=
3
4
Pe, (32)

其中F、B表示与电子束流相对前向和后向，hτ为τ−的螺旋度，Γτ为Z0 → τ+τ−的分宽度且有Γτ = GF M3
Z

6π
√

2
(v2

τ+

a2
τ )(1+ δZ

RC)，Pτ表示极化且有Pτ = −2vτ aτ

v2
τ+a2

τ
，vτ、aτ分别为矢量和轴矢量弱中性流与τ的耦合常数。由上述

测量可确定并vτ、aτ，并可进一步求出有效电弱混合角，sin2 θτ
eff = 1

4 (1− vτ/aτ )。

如果e+和e−束流是极化的，我们既可以测量初态不同极化方式电子对应的产生截面的左右不对称

性，也可以测量相应的前后、左右不对称性，此时有 [57]

ALR(M2
Z) =

σL(M2
Z)− σR(M2

Z)
σL(M2

Z) + σR(M2
Z)

= −Pe, (33)

AFB,LR(M2
Z) =

σF,L(M2
Z)− σB,L(M2

Z)− σF,R(M2
Z) + σB,R(M2

Z)
σF,L(M2

Z) + σB,L(M2
Z) + σF,R(M2

Z) + σB,R(M2
Z)

= −3
4
Pτ . (34)

在Z0共振峰上，ALR(M2
Z)直接测量了初态电子的平均极化，AFB,LR(M2

Z)则直接测量了末态τ轻子的极

化。此时不需要测量τ衰变末态的分布，有利于减小测量的系统误差。未来Z工厂上必定利用极化束流，

此前只有SLD实验采用过类似的技术，由于Z工厂亮度远比SLD加速器亮度高，预计可以大幅度提高测量

的精度，从而对vτ、aτ和sin2 θτ
eff 的测量达到前所未有的精度。

§2.3.3 τ轻子的寿命

由于τ是最大质量的轻子，除了可以衰变为第一和第二代轻子外，还可以衰变为强子，包括卡比波允

许的π、ρ、a1(1420) 和卡比波压低的K、K∗、K1等，因此τ轻子的寿命相对较短。目前τ寿命的世界平均

值为290.30.5 fs，来自LEP实验的测量和最近Belle实验的测量结果，其中后者的统计精度和系统精度都最

高，这主要得益于Belle实验极高的统计量和高精度的顶点探测器。τ轻子的纯轻子衰变宽度 [57]

Γ[τ− → e−ν̄eντ (γ)] =
G2

τem
5
τ

192π3
f
(
m2

e/m2
τ

)
(1 + δeτ

RC) , (35)

其中f(x) = 1 − 8x + 8x3 − x4 − 12x2 log x；δeτ
RC = α

2π

[
25
4 − π2 +O

(
m2

e

m2
τ

)]
+ · · ·为QED辐射修正因子；

高阶弱电修正和W传播子修正包含在有效耦合常数G2
τe中，即

G2
τe =

[
g2

4
√

2M2
W

(1 + ∆r)

]2 [
1 +

3
5

m2
τ

M2
W

+
9
5

m2
e

M2
W

+O
(

m4
e

M2
W m2

τ

)]
. (36)

将上述公式中e换成µ，可得τ− → µ−ν̄µντ (γ)的结果，将原公式中τ换成µ，可得µ− → e−ν̄eνµ(γ)的结

果，从而可利用费米耦合常数G2
F = G2

µe和轻子普适性假设G2
τe = G2

µe、G2
τµ = G2

µe得到τ轻子的衰变分宽

度。考虑到Γτ→`νν̄ = Bτ→`νν̄ × Γτ = Bτ→`νν̄/ττ，其中Bτ→`νν̄为τ → `νν̄（` = e或µ）的衰变分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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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τ为τ轻子的寿命。这样就建立了利用实验上测量的τ纯轻子衰变的分支比和τ轻子寿命精确检验上述标

准模型计算的关系：

Bτ−→e−ν̄eντ
=

Bτ−→µ−ν̄µντ

0.972559± 0.000005
=

ττ

(1632.9± 0.6)fs
. (37)

其中分母中数字的误差来自于τ质量测量的不确定性。

图 13给出了目前数据的检验结果，其中十字图表明实验测量的世界平均值 [59]，两条斜线之间的区

域为理论预期的范围，两条线间的宽度表明了τ质量不确定性造成的理论预期的不确定性，可见目前τ质

量的测量精度满足进一步精确检验的需要，而τ寿命和衰变分支比的结果与预期都大概有1倍标准偏差的

差异，进一步提高二者测量精度，可以进一步检验理论预期或提高理论与实验之间差异的显著性。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17.60

17.65

17.70

17.75

17.80

17.85

17.90

17.95

ΤΤ HfsL

B
e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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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衰变分支比Bτ−→e−ν̄eντ
和τ轻子的寿命ττ间的关系。图中十字表明实验测量的世界平均值，两条斜线之

间的区域为理论预期范围，两条线间的宽度表明了τ质量不确定性造成的不确定性。

由于下一代探测器会普遍使用高空间分辨的像素探测器和硅顶点探测器以及径迹室 [58]，可以将τ衰

变顶点确定的精确度提高到低于5微米水平，比LEP实验（∼25微米）显著提高，再加上Z工厂统计量比LEP实

验高至少4个量级，τ衰变寿命的测量精度预期可以提高近一个量级，达到0.1 fs水平。τ纯轻子道衰变分

支比的测量精度在LEP实验上受制于统计量，Z工厂的大统计量可以将统计误差降到可以忽略的程度，

其主要系统误差来源为τ事例的选择、本底估计和粒子鉴别，这些都会得到显著改善，预期可以将精度提

高4倍甚至更高。这样，Bτ−→e−ν̄eντ
和ττ的测量精度都与τ 质量不确定性造成的误差在同一个水平上，将

对标准模型做出非常高精度的检验，或者发现显著的超出标准模型的效应。

§2.3.4 e− µ− τ轻子普适性检验

e-µ-τ轻子普适性是标准模型的基本假设，e-µ普适性在很高精度上得到了检验，但τ轻子是否与e-µ完

全一样则存在较大的怀疑。这样怀疑的原因之一是目前的实验检验只达到千分之一的精度，更重要的原

因则或许来自我们的”偏见”，即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如果存在的话，应当在第三代轻子中表现出更大

的物理效应。因此，利用Z工厂的高统计量对与τ有关的轻子普适性进行高精度的检验也就师出有名了。

当然，e-µ普适性也可以利用τ衰变数据进行检验。

将上节中的耦合常数展开为W和τ（gτ）以及W和e（ge）或µ（gτ）的耦合常数，利用其中Bτ→`νν̄即τ →
`νν̄（` = e或µ）的衰变分支比比值，可以检验e-µ普适性。最新PDG给出Bτ→eνν̄ = (17.83?0.04)%，Bτ→µνν̄ =

(17.41?0.04)%，从而得
gµ

ge
= 1.0020± 0.001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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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e-µ普适性的预期偏差略大于1倍标准偏差。

如果利用µ → `νν̄的衰变分支比，跟τ衰变数据对比，可以直接检验gτ和ge、gµ间的关系 [57]：
(

gτ

gµ

)2

=
τµ

ττ

(
mµ

mτ

)5

Bτ→eνν̄

f(m2
e/m2

µ)
f(m2

e/m2
τ )

∆W∆γ, (39)

(
gτ

ge

)2

=
τµ

ττ

(
mµ

mτ

)5

Bτ→µνν̄

f(m2
e/m2

µ)
f(m2

µ/m2
τ )

∆W∆γ, (40)

其中∆W = 1− 2.9× 10−4、∆γ = 1 + 8.5× 10−5分别为弱修正和电磁修正，τµ、mµ分别为µ子的寿命和质

量。将实验值代入，可得
gτ

gµ
= 1.0011± 0.0015, (41)

gτ

ge
= 1.0030± 0.0015, (42)

其中误差来源主要为τ的寿命和衰变分支比。可以看到，检验gτ和gµ在1倍标准偏差内一致，gτ和ge间差别

在2倍标准偏差水平。

τ衰变产生赝标介子（π、K）结合赝标介子的纯轻子衰变也可用来检验轻子普适性（因螺旋度压低，

P → eν分支比很小，在此我们只考虑P → µν） [57]：

Rτ/P ≡ Γ(τ− → ντP−)
Γ(P− → µ−ν̄µ)

=
∣∣∣gτ

gµ

∣∣∣
2 m3

τ

2mP m2
µ

(1−m2
P /m2

τ )2

(1−m2
µ/m2

P )2
(
1 + δRτ/P

)
, (43)

其中δRτ/P为τ → νP和P → νµ两个过程辐射修正因子的差异，理论计算表明，δRτ/π = (0.16± 0.14)%，

δRτ/K = (0.90± 0.22)%。将τ衰变分支比和π、K衰变的数据代入，可得

gτ

gµ
= 0.9962± 0.0027, (P = π), (44)

gτ

gµ
= 0.9858± 0.0070, (P = K), (45)

这里误差的主要来源是τ → νP分支比和τ寿命的测量。如果要进一步提高精度的话，τ衰变末态的粒子鉴

别非常重要，理论对辐射修正因子的计算精度也是一个需要提高的方向。

τ纯轻子道和τ → νP衰变分支比的测量精度在Z工厂的大统计量和更好的探测性能下都会得到显著

改善，预期可以将相对误差提高至千分之一水平以下。这样，可以对轻子普适性，尤其是τ与e、µ间的普

适性检验提高到万分之几精度，大大提高发现超出标准模型的效应的灵敏度。

§2.3.5 韬轻子的带电流洛伦兹结构

在具有足够高的统计事例数前提下，我们可以通过轻子的纯轻衰变过程来研究衰变振幅中不同的洛

伦兹结构，从而进一步揭示轻子的相互作用形式。实验上的相关可观测量为：末态轻子的能量分布和角

分布，以及与极化相关的物理量。

对于 l− → l′−v̄l′vl 过程，不含微商、保证轻子数守恒以及洛伦兹变换下不变的最一般四费米子定域

相互作用哈密顿量为 [61, 62]

H = 4
Gl′l√

2

∑
n,ε,ω

gn
εω[l′εΓ

n(vl)σ][(vl)λΓnlω] , (46)

这里 gn
εω 为复的耦合常数，其中上标 n = S(标量), V (矢量), T (张量)，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相互作用类型。

下标中的 ε 和 ω 则表示带电轻子的手性，可以取 L(左手) 和 R(右手)。而对于中微子的手性 σ 和 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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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 n、ε 和 ω 的值以后，它们就被唯一的确定了 [61, 62]。由于 gT
RR 和 gT

LL 项恒为零，上述哈密顿量中

共有 10个不为零的复参量。考虑到一个整体的任意相位因子，所以最一般形式的轻子带电流四费米子哈

密顿量可以由 19个独立的实参量来描述。当关心不同参量之间的相对大小时，通常采用以下的归一化条

件 [62]

1 =
1
4
(|gS

RR|2 + |gS
RL|2 + |gS

LR|2 + |gS
LL|2) + 3(|gT

RL|2 + |gT
LR|2) + (|gV

RR|2 + |gV
RL|2 + |gV

LR|2 + |gV
LL|2) , (47)

归一化后的整体因子 Gl′l，可以通过相应轻子的总衰变宽度来确定。从上述的归一化条件，我们得到对

公式 46 中参数的限制：|gS
εω| ≤ 2, |gV

εω| ≤ 1, |gT
εω| ≤ 1/

√
2。

当初态轻子 l 的极化为 Pl，在 l 的静止系中末态带电轻子 l′ 的分布通常取如下的参数化方法 [63]:

d2Γl→l′

dxd cos θ
=

mlω
4

2π3
G2

l′l

√
x2 − x2

0F (x)− ξ

3
Pl

√
x2 − x2

0 cos θA(x) , (48)

这里并没有考虑末态带电轻子的极化信息。事实上 τ 衰变末态中带电轻子的极化，迄今为止从未在实

验上被观测到。倘若考虑末态中的带电轻子极化，则需要引入 5 个额外的参数来对其进行描述，可参见

PDG 中关于轻子详细列表部分的讨论 [63]。公式 48 中的 θ 为末态轻子 l′ 的三动量和初态轻子自旋方向

的夹角，而 ω 是不考虑末态中微子质量时末态轻子 l′ 所能达到的最高能量，x = El′/ω 为其约化能量，

x0 = ml′/ω，而函数 F (x) 和 A(x) 分别为

F (x) = x(1− x) +
2
9
ρ(4x4 − 3x− x2

0) + ηx0(1− x)

A(x) = 1− x +
2
3
δ(4x− 4 +

√
1− x2

0) . (49)

公式 48 和 49中出现的四个参量 ρ、η、ξ 和 δ 被称为 Michel 参量。当不考虑极化的初态轻子 l 时，末态

轻子 l′ 的分布公式 48 可完全由参量 ρ 和 η 来确定。而对于另外两个参数 ξ 和 δ，它们是与初态轻子的

极化相关的。利用公式 46，四个 Michel 参量可以用 gn
εω 耦合常数给出来。实验上通过测量 ρ、η、ξ 和 δ

的数值，可以对 |gn
εω| 的范围进行更严格的限制。目前在考虑 τ 衰变末态中的 e 和 µ 的耦合常数普适性

后，PDG 所给出的这四个参量数值为 [63, 64]

ρ = 0.745± 0.008, η = 0.013± 0.020, ξ = 0.985± 0.030, ξδ = 0.746± 0.021 , (50)

同标准模型的预言 ρ = 0.75, η = 0, ξ = 1, ξδ = 0.75 相比，可以看出现有的测量是同标准模型相一致

的。通过合适的选择 ρ、η、ξ 和 δ 四个参数的组合，也可以对 |gn
εω| 参数进行限制，目前 PDG 中给出的

结果可参见表 2。

τ− → e−v̄evτ

|gS
RR| < 0.70 |gS

LR| < 0.99 |gS
RL| ≤ 2 |gS

LL| ≤ 2

|gV
RR| < 0.17 |gV

LR| < 0.13 |gV
RL| < 0.52 |gV

LL| ≤ 1

|gT
RR| ≡ 0 |gT

LR| < 0.082 |gT
RL| < 0.51 |gT

LL| ≡ 0

τ → µ−v̄µvτ

|gS
RR| < 0.72 |gS

LR| < 0.95 |gS
RL| ≤ 2 |gS

LL| ≤ 2

|gV
RR| < 0.18 |gV

LR| < 0.12 |gV
RL| < 0.52 |gV

LL| ≤ 1

|gT
RR| ≡ 0 |gT

LR| < 0.079 |gT
RL| < 0.51 |gT

LL| ≡ 0

表 2: 目前 PDG 给出的实验对 τ 轻子带电流参数的限制，这些数字是在 95% 的置信度水平上给出的结果 [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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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τ 的强衰变、R 值以及强作用耦合常数 αs

跟 e和 µ子相比，质量较重的 τ 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可以衰变到强子的轻子，它给我们研究量子色动

力学 (QCD)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途径。这其中最典型的一个结果，是通过 τ 的 R 值测量而给出 QCD 强

作用耦合常数 αs 在 mτ 处的数值。这个结果已经成为检验 QCD 的偶合常数 αs 随着能量跑动规律的一

个关键输入值。

τ 衰变到强子的过程 τ− → vτH−，可以用来研究 V − A 类型的夸克流在真空和末态强子系统 H−

之间的矩阵元 〈H−|(V(ud)d̄ + Vuss̄)γµ(1− γ5)u|0〉。相对于完全由电磁矢量流参与的正负电子湮灭到强子
的过程来讲，τ 的强衰变可以让我们同时研究矢量流 (V ) 和轴矢流 (A) 的性质，并且也使得我们能够分

开讨论 Cabibbo 允许和 Cabibbo 压低的过程。

通过对 τ 衰变到含有各种强子末态的过程独立进行分析 (即 τ 的单举衰变过程)，我们可以深入研

究丰富的 QCD 非微扰动力学，尤其是参与其中的共振态粒子性质。实验上通过谱函数的测量来对该类

过程进行分析，它们的定义是 [66]

v1(s)/a1(s) =
m2

τ

6|VCKM |2SEW

B(τ− → V −/Avτ )
B(τ− → e−v̄evτ )

dNV/A

NV/Ads

[(
1− s

m2
τ

)2(
1 +

2s

m2
τ

)]−1

, (51)

v0(s)/a0(s) =
m2

τ

6|VCKM |2SEW

B(τ− → V −/A−vτ )
B(τ− → e−v̄evτ )

dNV/A

NV/Ads

(
1− s

m2
τ

)−2

, (52)

其中矢量流 v 和轴矢流 a 的下标 J = 0, 1 代表了强子系统的总角动量。而 VCKM 在非奇异衰变道中取

Vud，在奇异道中取 Vus。式中的 SEW = 1.0201(3) 包含了电弱作用的圈图辐射修正 [65]。从上两式可以

看出，谱函数的定义中已经引入了归一化的不变质量谱分布 dNV/A/(NV/Ads)。

在理论上利用幺正性和解析性不难发现，谱函数与两点关联函数的虚部有着密切关系

ImΠ(1,0)
ij,V/A(S) =

1
2π

v1,0/a1,0(s) , (53)

这里两点关联函数的定义为

Πµν
ij,R=V/A(q) = i

∫
d4xeiqx〈0|T [Rµ

ij(x)Rν
ij(0)+]|〉

= (−gµνq2 + qµqν)Π(1)
ij,R(q2) + qµqνΠ(0)

ij,R(q2) , (54)

等式中的上标 J = 0, 1 代表了强子系统的总角动量，Rµ
ij 则代表矢量流 (V) 和轴矢流 (A)，它们分别为:

V µ
ij = q̄iγ

µqj , Aµ
ij = q̄iγ

µγ5qj。

将实验上所观测到的所有末态强子的衰变宽度求和起来，就可以得到 τ 总的强衰变宽度 (即 τ 的遍

举强衰变宽度)，继而得到 τ 的 R 值

Rτ ≡ Γ[τ− → vτhadrons(γ)]
Γ[τ− → vτe−v̄e(γ)]

, (55)

式中 (γ) 表示额外的光子或轻子对。便于理论讨论的处理方法是将 τ 的遍举强衰变宽度写成谱函数对不

变质量平方 s 的积分表达式

Rτ = 12π

∫ m2
τ

0

ds

m2
τ

(
1− s

m2
τ

)2[(
1 + 2

s

m2
τ

)
ImΠ(1)(s) + ImΠ(0)(s)

]
, (56)

注意到上式中的被积函数（即谱函数）不能够从 QCD 第一性原理出发进行计算，因为积分范围包含了

QCD 的非微扰区域。然而这个困难可以通过改写这个积分式加以解决。谱函数 Π(J)(s) 的解析性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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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谱函数 Π(J)(s) 在复平面上的解析结构.

它在整个复平面上除了沿着 s 的正实轴不解析以外，在其余区域均是解析的，其解析结构可参见图 14。

利用如果所示的 Π(J)(s) 解析结构，我们可以将沿着实轴的积分 56 改写为复平面上的圈积分

Rτ = 6πi

∮

|s|=m2
τ

ds

m2
τ

(
1− s

m2
τ

)2[(
1 + 2

s

m2
τ

)
Π(0+1)(s)− 2

s

m2
τ

Π(0)(s)
]

, (57)

Rτ 的积分式 57 比积分式 56 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因为前者只需要知道关联函数 Π(J)(s) 在 s 取复数并

且其模 |s| = m2
τ 时的数值，在这个能标下 QCD 的非微扰效应远比积分式 56 中的要小很多，因此我们

可以利用 QCD 的算符乘积展开 (OPE) 来计算在积分式 57 中的两点关联函数。根据不同的夸克流及当

前的实验观测现状，R 值通常被分成三个部分进行讨论：Rτ = Rτ,y + Rτ,A + Rτ,S，其中前两项分别对应

Cabibbo 允许的矢量流和轴矢流部分，它们在实验上可以通过观测衰变末态中含有 π 介子数目的奇偶性

加以区分，最后一项代表了 Cabibbo压低的过程，在实验上通过选取末态中含有奇数个的 K介子进行测

量。应用 OPE 后，理论上对 Rτ 的预言通常写为

Rτ,V/A =
3
2
|Vud|2SEW (1 + δp + δNP,V/A), δNP,V/A ≡

∑

D=2,4...

δ
(D)
ud,V/A , (58)

Rτ,S = 3|Vus|2SEW (1 + δP + δNP,S), δNP,S ≡
∑

D=2,4...

δ
(D)
us,V/A , (59)

其中 δp 代表夸克质量为零时的微扰 QCD 贡献，而其余的 δNP 项则包含 OPE 的高阶项，如夸克质量修

正 (D=2)

以及非微扰的算符项 (D ≥ 4) 等。值得注意的是 (D ≥ 2) 的 OPE 贡献，相对于纯微扰 QCD 的贡献 (即

δp 项) 很小，近似可以忽略。同时又因为 δp 又对 αs 非常敏感，所以 Rτ 的测量是确定 αs(m2
τ ) 数值的一

个绝佳手段。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理论上对 δp 的进行精确计算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主要

体现在如何利用微扰 QCD 给出的 Π(J)(s) 来计算公式 57 中的积分。现行的主要方法有：固定阶数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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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论 (FOPT) 和圈积分改进的微扰论 (CIPT) 等。当前，理论上对纯微扰 QCD 高阶修正处理的不确定

性，已经是决定强作用耦合常数 αs(m2
τ ) 误差的主要来源。

为了充分利用实验上测量的不变质量谱分布，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积分函数来同时分析 αs(m2
τ ) 和

夸克质量以及 OPE 非微扰有效算符的系数等参量

Rkl
τ ≡

∫ M2
τ

0

ds

(
1− s

M2
τ

)k(
s

M2
τ

)l
dRτ

ds
= Rτ,V/Akl + Rkl

τ,S , (60)

式中 k(l) = 0, 1, 2, ...。通过选取不同的 k 和 l值组合，可以有效的增强或者减弱某些能区的数据点在积分

中的作用。例如取较低的 k 值时，高能量部分的谱函数数据点在积分中的比重会增加，而当选取较高的

k 值时，则它们的贡献将被压低。利用 Cabibbo 允许的 Rτ,V +A，我们可以较为精确地同时确定 αs(m2
τ )

以及 OPE的相关非微扰有效算符，这是因为 u/d 夸克的质量项在 Rτ,V +A 中贡献非常小，可以忽略。相

反对 Cabibbo压低的 Rkl
τ,s 进行分析，因为奇异夸克的质量会出现在 OPE表达式中并且它的数值又不是

一个小量，所以可以我们同时抽取 αs(m2
τ ) 以及奇异夸克质量 ms(m2

τ )[67]。

通过对 ALEPH 数据的全面和精确分析 [66, 68]，可以得到公式 58 中 Rτ,V +A 的高阶修正大小为

δNP =

− 0.0059 ± 0.0014。继续利用 HFAG[69] 给出的 Rτ,V +A = 3.4712 ± 0.0079 和 Rτ,s = 0.1614 ± 0.0028

及 Vud = 0.97425 ± 0.00022 [70]，可以得到 δp = 0.2009 ± 0.0031。结合 CIPT 和 FOPT 计算给出的 δp

和 αs(m2
τ ) 的关系，可以得到 αs(m2

τ ) = 0.331 ± 0.013 [64]。如果将这个结果作为重整化群的初始点跑

动到 Z 质量的能标处，所得的预言为 αs(M2
Z) = 0.1200 ± 0.0015，这个结果与直接在实验上观测到的值

αs(M2
Z) = 0.1197± 0.0028 高度吻合。

§2.3.7 CKM 矩阵元 Vus

实验上对 |∆s| = 0(Cabibbo 允许) 以及 |∆s| = 1(Cabibbo 压低) 的 τ 衰变宽度的分开测量，给我们

抽取 Vus 的数值提供了一条捷径。它的精确数值可以通过如下的方法进行确定

δRτ ≡ Rτ,V +A

|Vud|2 − Rτ,s

|Vus|2 , (61)

其中 δRτ 可以通过固定阶数的微扰论 (FOPT) 和圈积分改进的微扰论 (CIPT) 这两种办法分别在理论

上进行计算，综合考虑之后的结果为 δRτ,th = 0.240± 0.032。利用公式 61，以及实验上得到的 Rτ,V +A、

Rτ,s[69] 和其他途径得到的 Vud[70]，我们可以计算

|Vus| =
(

Rτ,s

Rτ,V +A

|Vud|2 − δRτ,th

)
= 0.2173± 0.0020exp ± 0.0010th = 0.2173± 0.0022 , (62)

这个数值比从 Kl3 衰变过程得到的结果 |Vus| = 0.2238± 0.0011 [71] 要稍微低一点。背后的原因在于，这

里所用的 Rτ,V +A 和 Rτ,s 是采用了文献 [69] 中所给出的τ衰变分支比，而文献 [69] 主要是采用了 B 工

厂 BaBar 和 Belle 的结果。这些 B 工厂给出的分支比相对于 PDG 中的数值稍微低一点，所以相应所给

出的 Rτ,S 和 |Vus| 也要低一点。因此如果超级 Z 工厂上对 τ 的各个衰变分支比能够做出更加精确地测

量，无疑可以更进一步的解释这一差别。另外从公式 62 给出的误差可以看出，当前 |Vus| 的最主要误差
是由实验观测量 Rτ,V +A 和 Rτ,S 引起的，因此将来更高亮度的 Z 工厂对于降低 |Vus| 的误差将是非常有
帮助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τ的单举衰变过程来估算 |Vus| 的数值。最佳的单举衰变过程为 τ− → K−vτ 和

τ− → π−vτ，通过这两个过程的衰变宽度之比，同时考虑高阶辐射修正效应之后可以得到

|Vus|
|Vud|

FK

Fπ
= 0.2737± 0.0021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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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格点给出的 K 和 π 的衰变常数之比 FK

Fπ
= 1.193± 0.005 [72]，以及文献 [70] 中的 Vud，可以得

到 |Vus| = 0.2235± 0.0019，这个结果同 Kl3 衰变给出的数值相符合。

§2.3.8 矢量流守恒与 µ 子的反常磁矩

µ 子反常磁矩 aµ = (g − 2)/2 的实验观测是粒子物理学中高精度测量的一个典型，其当前的实验值

为 aexp
µ = (11659208.9± 6.3)× 10−10 [73]。这个结果同标准模型的预言值存在着 3.0σ 左右的偏差。一些近

期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结果的对比，可参见图 15。在 2014 年美国能源部和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粒子物

图 15: µ 子反常磁矩的理论研究与实验现状对比，该图取自于文献 [74]。图中阴影部分代表了当前的实验误差，其余的理

论计算可参见文献 [74]。

理学项目优化小组”(P5) 发布的未来 10 年美国粒子物理发展规划报告中，µ 子反常磁矩的测量是被优

先推荐的五个重大实验之一 [75]。所以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µ子反常磁矩的测量精度会有更大的提升。

在标准模型框架下，µ 子的反常磁矩贡献有三个来源：

aSM
µ = aQCD

µ + aweak
τ + ahadron

τ , (64)

它们分别代表 QED、弱作用 (weak) 和强作用 (hadron) 的贡献。这其中 QED 部分包含了所有的光子

和带电轻子的圈图效应，当前这部分的五圈图计算已经全部完成，其数值为 aQED
µ = (11658471.8951 ±

0.0080)× 10−10[75]。而对于弱作用来讲，它包含了 W、Z 和 Higgs等粒子的圈图效应，最主要的部分是由

一圈和两圈图贡献的，当前理论值为 aweak
τ = (15.4± 0.2)× 10−10[75]。在 aSM

µ 的理论计算中，最大的误

差来源是强作用部分 ahadron
τ ，这主要是由 QCD 的非微扰效应所带来的。

强作用贡献的 µ 子反常磁矩 ahadron
τ 对应的费曼图可由图 16 来描述。通常把 ahadron

τ 的贡献继续

分成三个方面进行深入讨论，

ahadron
µ = ahad,LO

µ + ahad,HO
µ + ahad,LBL

µ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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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强相互作用对于 µ 子反常磁矩的贡献，其中 (a) 代表强子真空极化部分，(b) 则是强作用贡献的光子 - 光子散射。

它们分别是强子真空极化的领头阶 (ahad,LO
µ )和高阶贡献 (ahad,HO

µ )，以及光子 -光子散射的贡献 (ahad,LBL
µ )。

利用真空极化函数的幺正性和解析性，领头阶部分的贡献 ahad,LO
µ 可以通过色散关系由实验上观测

到的正负电子湮灭到强子的散射截面 σ(e+e− → hadrons) 或者 τ 的强子谱函数进行计算

ahad,LO
µ =

1
3

(
α

π

)2
∞∫

m2
τ

ds
K(s)

s
R(0)(s) , (66)

其中 K(s) 是一个 QED 的核，其具体表达式可参见文献 [66]，而 α 则代表精细结构常数。R(0)(s) ≡
σ(0)(e+e− → hadrons)/σ(0)(e+e− → µ+µ−) 是“裸”的正负电子湮灭到强子的散射截面与正负电子湮灭

到正负μ子的截面之比。这里所谓的“裸量”是指在实验测得的散射截面中扣除初态辐射修正、电子的顶

点圈图修正以及光子传播子中的真空极化效应等。之所以在计算领头阶贡献时要利用这些已经扣除高阶

贡献的裸散射截面，是因为高阶的贡献在计算 ahad,HO
µ 的时候需要考虑进来，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高阶

贡献没有被重复计算。

在不考虑同位旋破坏的情况下，u/d夸克矢量流 q̄iγµqj 是守恒的，也就意味着从 Cabibboo允许的 τ

轻子衰变到 X−Vτ 末态的矢量谱函数出发，通过同位旋转动，我们可以得到正负电子湮灭至 X0 强子系

统的同位旋为 I = 1 分量的散射截面

σI=1
e+e−→X0(s) =

4πα2

s
v1,X−(s) . (67)

这也就表明，我们可以通过 τ 矢量谱函数的实验测量，并结合公式 66 和 67 来估计 ahad,LO
τ 的数值。在

这些强子衰变道中，最重要的贡献来源于 ππ 道，并且这个道也是 ahad,LO
τ 误差的主要来源。另外需要注

意的是在高精度计算时，同位旋破坏效应给 67带来的修正是非常关键的。这些同位旋破坏效应包括: (1)

τ 衰变中的电弱辐射修正；(2) 带电和中性 π 介子之间的质量差别；(3) 带电和中性 ρ 介子之间的质量劈

裂；(4) 带电和中性 ρ 介子的衰变宽度由于电磁作用而引起的微小差别；(5) 当比较 τ 和 e+e− 的实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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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时，ρ− ω 的混合必须要进行仔细考虑，因为它只出现在 e+e− 湮灭的电中性过程。当考虑了这些同位

旋破坏效应，并且将现有的 ALEPH-Belle-CLEO-OPAL 的 τ 和 e+e− 数据进行平均后，它们之间的对比

结果可参见图 17 利用同位旋修正后的 τ 数据进行计算，可以得到 ahad,LO
τ (τ) = (701.5 ± 4.7) × 10−10。

图 17: 现有的 ALEPH-Belle-CLEO-OPAL 的 τ 和 e+e− 数据进行平均之后的对比结果，这些结果已经考虑额同位旋破

坏效应的修正，该图取自于文献 [74]。

而利用 e+e− 的数据进行计算，所给出的数值为 ahad,LO
τ (e+e−) = (692.4± 4.1)× 10−10。这两种办法所得

到的 ahad,LO
τ 差别在 1.8σ 范围内，究竟是何种原因引起的这个差别目前尚未可知。所以高亮度和高精度

的超级 Z 工厂，也许可以对这个问题加以进一步澄清。

关于公式 65中的高阶项 ahad,HO
µ ，它的理论计算相对可靠，其数值为 ahad,HO

µ = (−9.84±0.07)×10−10

[77]。但是对于光子 - 光子散射的贡献 ahad,LBL
µ ，它的计算结果对模型依赖较大，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涉

及四点关联函数的问题，我们不可以简单的利用色散关系和现有数据对其进行估算。综合利用 OPE、

QCD大 Nc 展开和高能行为限制以及强子的现象学模型等理论工具，文献 [76]给出的估计为 ahad,LBL
µ =

(10.5± 2.6)× 10−10。需要强调的是当前对 ahad,LBL
µ 的估算存在着较强的模型依赖，不同的方法给出的结

果也不尽相同，如 ahad,LBL
µ = (8.6± 3.5)× 10−10[78] 和 ahad,LBL

µ = (13.6± 2.5)× 10−10 [79]。

当采用 ahad,LBL
µ = (10.5±2.6)×10−10 [78]以及 ahad,HO

µ = (−9.84±0.07)×10−10 [77]时，同时结合前面

所给出的 aQCD
µ 和 aweak

µ ，τ 和 e+e− 的数据所给出的最终标准模型理论值为 aSM
µ (τ) = 11659189.4±5.4，

aSM
µ (e+e−) = 11659183.2± 4.9。同目前的实验值 aeap

µ = (11659208.9± 6.3)× 10−10 相比，aSM
µ (τ) 偏离了

2.4σ，而 aSM
µ (e+e−) 偏离了 3.6σ。这个偏离虽然一方面强烈暗示着新物理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应该注

意到 QCD非微扰强作用在确定 aSM
µ 数值过程中所带来的不可忽略的理论误差。因此继续深入对此方面

的理论研究，可以帮助进一步澄清 aSM
µ 与 aeap

µ 之间的偏离所蕴含的物理机制。

§2.3.9 τ 衰变中的Charged Lepton Flavor Violation (cLFV)

带电轻子味破坏过程(cLFV)是寻找超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黄金过程，特别是中微子振荡发现后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于GIM机制的压低，即使考虑到中微子振荡后标准模型cLFV给出µ → e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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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变几率仍小于10−54 [80]。但是很多新物理唯象模型可以预言观测到的衰变几率，比如超对称seesaw模

型、新Z ′玻色子模型等预言范围可达10−10 − 10−7 [81]。实验上对cLFV过程的寻找，目前最好的上限来

自MEG实验，结果为BR(µ → eγ) < 5.7×10−13 [82]。但是在τ → µγ和τ → eγ轻子衰变中，主要来自B工厂

的实验上限，仅为10−8量级水平，对新物理理论模型的约束相对较弱。即使考虑到τ → µ或者τ → e与µ →
e的关联，实验寻找τ轻子cLFV衰变仍然可以对新物理模型给出很强的限制，是寻找新物理新相互作用之

重要过程。在超级Z工厂上，我们可以直接寻找τ轻子的cLFV衰变，也可以通过寻找Z → τµ和Z → τe来

研究cLFV过程。按照超级Z工厂的设计亮度为(1− 10)× 1035 cm−2 s−1，如果利用两个对撞点实验取数，

我们预期每年可以产生1011 − 1012 Z粒子，对应于3.4× (109 − 1010)个τ+τ−对事例产生。

τ是标准模型三代轻子中最重的，相比µ → e衰变过程，在τ衰变中研究cLFV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

可能性。我们不仅可以寻找τ → µγ、τ → eγ和τ → 3µ(3e) 等纯轻子末态过程，而且还可以研究τ →
hµ(e)和τ → hh′m(e)等含强子或者多强子末态过程。现有实验结果主要来自B工厂，测量了多达48个不同

衰变模式，这些实验敏感度都已接近10−8水平，如图18所示。在超级Z工厂上，利用每年的积分亮度数据，

对这些cLFV衰变模式的敏感度可以达到10−10，而即将运行的Belle-II实验，在运行5到7年的时间后，其预

期敏感度为10−9 。特别对于这些含强子末态衰变道，超级Z工厂的敏感度会更好，这主要得益于高重建效

率，LEP实验证明τ 轻子的重建效率的丢失主要来自于探测器的空间覆盖率，其重建效率可以达到80%，

比B工厂高2倍多。含强子末态的cLFV衰变过程不能够被忽略，这是因为他们不仅限制轻子－轻子耦合的

新物理，同时也可以限制轻子－夸克耦合的新物理模型 [84]。最近的研究表明，τ → lP和τ → lPP (l表示

电子或者µ轻子，P表示赝标介子)可以对不同的新物理有限制，比如有效偶极项、dimention-six四费米子

算符、有效胶子耦合算符和有效四轻子相互作用等。当然τ → µγ、τ → eγ和τ → 3µ(3e) 等纯轻子末态衰

变更是寻找新物理的黄金过程，这些过程没有强相互作用带来的不确定性，实验测量能够更精确地检验

新物理理论模型。这里特别强调τ → µγ、τ → eγ的测量，在超级B工厂Belle-II上，实验研究表明最主要本

低来自e+e− → γISRµ+µ−，其中初态辐射光子γISR很容易和末态µ轻子组合形成本低，这种偶然本低很

难在实验上区分开来。而在超级Z工厂上，由于τ轻子的动量很高，事例拓扑结构很容易排除这种本低，

使得实验的显著性增强。总之，τ轻子cLFV 衰变的多样性有助于我们观测他们之间的关联，从而可以更

有效地区分和理解新相互作用的机制。

§2.3.10 Z 衰变中的Charged Lepton Flavor Violation (cLFV)

海量Z玻色子为研究其味道改变的中性流(Flavor Changing neutral Current, FCNC)过程提供了可能

性，特别是Z粒子到含轻子末态的味道改变的FCNC过程。在标准模型框架内考虑到中微子振荡效应，

BR(Z → eµ)和BR(Z → eτ)大小应该小于10−54，而BR(Z → µτ)为10−60以下，极其微小以至于任何现有

实验技术不可能观测到。所以实验上任何可以观测到的衰变几率一定暗示新物理的存在。但是新物理唯

象模型，比如标准模型加一个惰性中微子(”3+1” toy Model)，Type-I Inverse Seesaw scenarios等 [85, 86]，

都能给出可测量的预言衰变分支比。来自低能实验的约束主要是MEG的µ → eγ实验上限(BR(µ → eγ) <

5.7 × 10−13)，对Z → eµ的约束很强，在很多新物理模型下该衰变分支比不小于10−10。因为τ → µµµ

和τ → µγ 的实验上限仅为10−8量级，对于Z → eτ和Z → µτ的实验约束较弱。在未来超级Z工厂，我们预

期有1012 Z玻色子产生，对于Z → µτ , Z → eτ 和Z → eµ的实验测量敏感度可达10−11到10−12，而目前的

实验上限主要来自LEP1实验，仅为10−6。最近ATLAS实验测得Z → µe的实验上限仅为7.5 × 10−7 [87]，

由于高本低的限制使得未来LHC实验的实验敏感度不会超过10−8量级 [88]。超级Z工厂将提高5-6个数量

级，很大程度可以排除新物理模型参数，或者有所发现 [85, 86, 8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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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对于48个不同的τcLFV衰变过程，不同实验(CLEO, BaBar和Belle)给出的90%置信度实验上限，数据来自HFAG

[83]。

§2.3.11 τ轻子的电磁和弱电偶极矩

一般情况下，描述自旋为1/2的带电轻子与虚光子的电磁偶和因子包含以下三部分：

Γν = F1(q2)γν +
i

2ml
F2(q2)σνµqµ +

1
2ml

F3(q2)σνµqµγ5, (68)

这里σνµ = i
2 (γνγµ−γµγν)，q时衰变中传递给光子的能量，ml是带电轻子的质量。在标准模型的树图近似

下，F1 = 1, F2 = 0和F3 = 0。然而考虑到高阶修正或者新物理的贡献，F2和F3形状因子可以不为零。q2依

赖的形状因子可以在实验上测量得到，在q2 → 0的极限下，我们得到关系：F1(0) = 1, F2(0) = al和F3(0) =
2mld

γ
l

e ，其中al和dγ
l分别是轻子的磁和电偶极矩。同时，在Z质量点上，我们也可以测量带电轻子与Z的有

效偶和，从而得到弱磁和弱电偶极矩，有效偶和可以表达为 [91]：

LZ
wdm = − 1

2 sinθW cosθW
Zµ l̄

[
iaW

l

e

2ml
σµνqν + dW

l σµνγ5qν

]
l . (69)

对于τ轻子来说，弱磁矩aW
τ 和CP破坏项弱电偶极矩dW

τ 已经在LEP实验开始寻找，下面我们会详细讨论。

• (g − 2)τ : τ轻子的反常磁矩

轻子的反常磁矩的实验和理论研究一直以来是精确检验标准模型的最重要可测量之一。特别

是µ的反常磁矩的实验测量已经达到0.54ppm，未来的实验敏感度可以达到0.1ppm。而目前实验测量

和理论预言相差约3σ，越来越引起实验和理论的重视，是最热门的前沿领域之一。作为最重的轻子，

τ的反常磁矩一直以来没有被测量到，原因是τ轻子的寿命很短，不能像电子和µ粒子那样在衰变之前

测量其在磁场中的自旋轴进动。

类比µ g − 2，对于τ，标准模型给出类似的预言 [92]:

aSM
τ = aQED

τ + aEW
τ + aHLO

τ + aHHO
τ = 117721(5)× 10−8,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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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项的理论预言为：

aQED
τ 117324(2)× 10−8,

aEW
τ = 47.4(5)× 10−8,

aHLO
τ = 337.5(3.7)× 10−8,

aHHO
τ (lbl) = 5(3)× 10−8, (71)

式中aQED
τ 表示量子电动力学相互作用(QED)的贡献,精度达到三圈 [93], aEW

τ 是电弱精确到两圈

图的贡献 [92, 94], aHLO
τ 和aHHO

τ 分别是领头阶和高阶强相互作用贡献，其中aHLO
τ 利用色散关系从低

能e+e−湮灭到单举强子末态截面得到 [92], 而aHHO
τ 只能依赖强相互作用唯象模型估算 [95]，值得庆

幸的是aHHO
τ 贡献很小仅为5× 10−8(来自Light-By-Light scatter (lbl)模型依赖估算)，在目前和未来实

验精度下可以忽略。对于(g− 2)τ主要贡献来自可以精确计算的aQED
τ 项，其次是aHLO

τ ，它可以从实验

数据得到，再其次是电弱项aEW
τ ，也可以精确计算得到。

实验最好的直接测量来自LEPII的DELPHI实验 [96]，利用在183和208 GeV质心能量测量的e+e− →
e+e−τ+τ−截面抽取的实验值：−0.052 < aτ < 0.013 (95%置信度)或者是aτ = −0.018(17)，实验

方法详见文献 [97]。对比理论预言，实验敏感度仍然相差一个量级。未来超级Z工厂的实验敏感度

为10−6或者以下，对比超级B 工厂Belle-II，由于在Z能量点双光子过程的截面高，重建效率高，对

于(g− 2)τ的测量超级Z工厂要更好 [98]，当然这还有待进一步的实验研究。除去以上方法外，还可以

通过研究e+e− → τ+τ−过程，研究τ轻子对衰变末态的角动量分布抽取其反常磁矩，详细方法见文献

[99, 100]。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测量τ轻子的纯轻辐射衰变τ → eνν̄γ或者τ → µνν̄γ来研究(g − 2)τ

[101]，实验可以测量末态电子或者µ轻子能量依赖的微分宽度，而(g−2)τ对能量依赖的衰变形状因子

特别敏感。在τ的静止系内并且当电子和辐射光子背对背时，末态轻子的能量最大，(g− 2)τ对该能点

的微分宽度最敏感，所以通过测量这一能量依赖的微分宽度可以标定出(g−2)τ值是否非零 [102, 103],

这种方法需要海量Z粒子衰变到动量高的τ粒子，并且要求探测器对末态光子和轻子的分辨率要高，

实验的敏感度依赖于探测器的设计，有待进一步实验模拟研究。

• τ轻子的电偶极矩和弱偶极矩

实验上已经在夸克部分发现CP破坏，理论上标准模型的CKM矩阵可以很好地描述实验测量，

在标准模型框架下CP破坏的根源来自CKM矩阵弱相角，而标准模型没有预言轻子部分CP破坏的存

在。但是我们还不清楚CP破坏的真正根源，所以寻找轻子的产生和衰变中的CP破坏至关重要，也

是寻找新物理的重要渠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超出标准模型的CP破坏来源。对于轻子部

分，标准模型并不能预言可观测的CP破坏值，考虑到三圈及其以上高阶修正标准模型预言在τ 轻子

的电偶极矩dγ
τ < 10−34e cm [104]。但是考虑到新物理的贡献 [105, 106]，比如Leptoquark，SUSY，

left-right symetric 和Higgs多重态模型等，都能给出可观测的物理预言。实验上对于电子和µ轻子的

电偶极矩最好的限制为：

|dγ
e | < 8.7× 10−29e · cm , dγ

µ = (−0.1± 0.9)× 10−19e · cm (72)

这些实验值对新物理给出很强的约束。但是对于τ轻子的电偶极矩，由于寿命短，实验上和测量它

的反常磁矩一样困难。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实验上限来自Belle，他们利用e+e− → τ+τ−过程，通过构

造Triple-momentum 和自旋关联量来测量形状因子F3(s) [107]，得到：

−0.22 < Re (dτ ) < 0.45 (10−16e · cm) , −0.25 < Im (dτ ) < 0.08 (10−16e · cm) (73)

在超级B工厂上，利用50 ab−1积分亮度，这一过程可以给出Re (dτ ) ∼ 3× 10−19 e · cm [108]。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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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一过程超级Z工厂的实验显著性可以类比即将运行的Belle-II实验。但在超级Z工厂上，我们还

可以利用双光子过程e+e− → e+e−τ+τ−来进行测量，实验显著性在10−19 e · cm左右[98]。

对于τ轻子的弱偶极矩，最新的研究表明可以利用Z峰上的数据研究Z → τ+τ−产生及其衰变过

程[109]，通过其产生方向和衰变平面可以构造CP-odd或者T-odd观测量，来测量形状因子，从而抽

取CP破坏项弱电偶极矩dW
τ 。LEP曾试图构造类似的可测量，ALEPH collaboration得到最好的实验

上限为[110]:

∣∣Re
(
aW

τ

)∣∣ < 1.1× 10−3 ,
∣∣Im (

aW
τ

)∣∣ < 2.7× 10−3

∣∣Re
(
dW

τ

)∣∣ < 0.5× 10−17e · cm ,
∣∣Im (

dW
τ

)∣∣ < 1.1× 10−17e · cm (74)

未来超级Z工厂利用1010Z → τ+τ−衰变事例，至少可以提高2个数量级，将对很多新物理模型给出约

束。

§2.3.12 τ轻子衰变中的CP破坏

电弱偶极矩dγ
τ和dW

τ 如果非零将表明τ的产生中有CP破坏，而CP破坏也可能发生在τ的衰变中。我们可

以通过测量正反τ轻子衰变几率的不对称性、角分布或者是极化的不对称性、T(CP)-odd变量、Dalitz图分

布的不对称性等来构造CP破坏可测量 [111, 112, 113]。如果未来超级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电子或者正电子束

是极化的，联合电子的纵向极化矢量和τ轻子衰变末态动量分布可以构造T-odd products, 对比τ+和τ−正

反粒子的T-odd量分布的不对称性可以用来测量CP破坏，极化束流可以最大程度上提高CP破坏的显著

性。以τ+ → π+π0ν 衰变为例，T-odd点积：ωe− · (pπ− ×pπ0)(ωe−为电子束的极化矢量；pπ−和pπ0为末态粒

子的三动量)。特别是在Z峰上，实验上可以确定τ粒子的产生方向或者是极化矢量方向，τ的运动或者极

化方向也可以用来构造点积，从而利用更多的测量信息来测量CP破坏，相关详细论述参见文献 [111]。如

果束流是非极化的，我们可以直接测量τ+和τ−正反粒子衰变分宽度的不对称性，当然比起末态粒子角分

布和极化信息，测量分宽度的不对称敏感度更依赖于统计量。最近BaBar合作组测量了τ+ → π+KS ν̄τ分

宽度不对称 [114]，结果为:

Aτ =
Γ(τ+ → π+Ksν̄τ )− Γ(τ− → π−Ksν̄τ )
Γ(τ+ → π+Ksν̄τ ) + Γ(τ− → π−Ksν̄τ )

= (−0.36± 0.23± 0.11)% , (75)

这一实验结果比标准模型的预言相差2.8 σ，在标准模型的框架下考虑到K0-K̄0振荡造成的CP破坏，其预

言为: Aτ = (0.36± 0.01)% [115, 116, 117]。是否有新物理存在 [118]？但是Belle合作组的测量却发现与标

准模型一致，我们需要更大统计量去进一步精确测量所有τ 到含强子末态半轻衰变的CP不对称性，从而

验证是否有新的CP破坏相角 [119]，超级Z工厂的实验敏感度在10−4以下。

即使初始电子没有极化，但可以测量角分布依赖的分宽度，比如Belle实验测量了末态粒子角分布

[119]。在Z工厂上，我们不但像Belle一样测定τ衰变的角分布，还可以测定τ的产生方向，利用完整的角分

布信息，实验上测量结果的显著性得以提高。详细的理论和实验讨论参见文献 [120, 121]。同时，通过构

造T(CP)-odd等更多的实验观测量，和同时重建τ+τ−对，利用角分布和τ极化的关联性来研究CP破坏，

这些有待进一步实验和理论探讨，一些初步分析见文献 [122]。

总之，在Z峰上实验研究τ粒子产生和衰变有以下优点（相比其他味工厂）：(1): 产生截面大(1.5nb)，

有明显的事例拓扑结构，即背对背最明显；（2）：τ从产生到衰变顶点距离最远(2mm); (3) 可以很好地重

建τ的产生方向；（3）非τ对本底很低（低于1%);（4）重建效率可以达到80%, 对τ对产生数目的估计基本

上不依赖于MC模拟；（5）对τ衰变中带电轻子末态的识别最好；（6）对KL具有很好的鉴别能力。但Z峰

上实验研究τ也有缺点：主要有两点：（1）多叉事例末态径迹相互间有较大的重叠；（2）对单个带电强子

的识别具有挑战性。但是总起来说，在相同统计量下Z工厂的测量不管在很多方面都比B工厂要好，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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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角分布依赖的CP破坏测量，由于上述优点，其显著性明显好与B工厂，这些需要进一步的模拟验证和

理论分析。

§2.4 量子色动力学

§2.4.1 喷注物理和αs测量

§2.4.2 碎裂函数的研究

在高能反应理论描述中，部分子分布函数与碎裂函数是两个最重要的物理量。由于它们形式由非微

扰QCD决定，目前还只能依赖参数化与模型计算，精确的实验测量不仅是确定参数化形式的关键，而且

是检验发展非微扰QCD理论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准确寻找新物理所需的必要条件。目前人们对部分

子分布函数与碎裂函数的研究都由原来的一维深入到三维，也就是研究所谓的横动量依赖的(transverse

momentum dependent: TMD)的分布函数与碎裂函数，相应的反应过程也由单举深入到半单举过程。研

究分布函数最有利的过程就是轻子强子深度非弹性散射过程，对碎裂函数最合适的就是e+e−湮灭过程，

特别是在Z0阈附近，产生的夸克反夸克是极化的，是研究包括自旋依赖的碎裂函数最理想的场所。

与分布函数相比，碎裂函数由于产生强子的种类繁多，包含有各种味道各种自旋的强子，从而使其

内涵更加丰富多彩。也正因为此，目前实验的研究相对匮乏，留给未来加速器研究很好的机会，可以预

言，随着加速器实验的深入开展，碎裂函数的研究将成为强子物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沿领域。

（一）由夸克关联子定义的碎裂函数

与部分子分布函数类似，碎裂函数有严格的场算符定义，它的不同分量可以由夸克－夸克关联子定

义。对碎裂过程，关联子为，

Ξ̂(0)(kF ; p, S) =
1
2π

∑

X

∫
d4ξe−ikF ξ〈0|L†(0,∞)ψ(0)|hX〉〈hX|ψ̄(ξ)L(ξ,∞)|0〉. (76)

式中kF和p分别是碎裂夸克和强子的四动量。我们这个夸克－夸克关联子Ξ̂(0)(kF ; p, S)在γ-矩阵下展开，

即，

Ξ̂(0)(kF ; p, S) =
1
2
[
Ξ(0)

S (kF ; p, S) + γ5Ξ
(0)
PS(kF ; p, S) + γαΞ(0)

α (kF ; p, S) + γ5γ
αΞ̃(0)

α (kF ; p, S) + σαβΞ(0)
Tαβ(kF ; p, S)

]
.

(77)

然后对不同自旋的强子h，写出其Lorentz协变的一般形式，就可以给出碎裂函数的不同分量。以下我们给

出自旋为0、1/2和1三种情况的结果，我们只考虑对纵动量分数z和横动量kF⊥的依赖。

对自旋为0的强子，我们有，

Ξ(0)
S (z, kF⊥; p) = ME(z, kF⊥), (78)

Ξ(0)
PS(z, kF⊥; p) = 0, (79)

Ξ(0)
α (z, kF⊥; p) = pαD1(z, kF⊥) + kF⊥αD⊥(z, kF⊥) +

M2

p+
nαD3(z, kF⊥), (80)

Ξ̃(0)
α (z, kF⊥; p) = −ε⊥αβkβ

F⊥G⊥(z, kF⊥), (81)

Ξ(0)
Tρα(z, kF⊥; p) = −p[ρε⊥α]βkβ

F⊥
M

H⊥
1 (z, kF⊥)−Mε⊥ραH(z, kF⊥)− M2

p+

n[ρε⊥α]βkβ
F⊥

M
H⊥

3 (z, kF⊥). (82)

总共8项，其中twist-2的两项，D1(z, kF⊥)和H⊥
1 (z, kF⊥)，分别是我们熟知非极化的碎裂函数和横向极化的

夸克碎裂时有贡献的Collins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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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自旋为1/2的粒子的8个leading twist张量极化依赖的碎裂函数分量

quark

polarization

hadron

polarization
TMD FFs integrated over ~kF⊥ name

U
U D1(z, kF⊥) D1(x) number density

T D⊥
1T (z, kF⊥) ×

L
L G1L(z, kF⊥) G1L(x) spin transfer (longitudinal)

T G⊥1T (z, kF⊥) ×

T

U H⊥
1 (z, kF⊥) × Collins function

T (‖) H1T (z, kF⊥)
H1T (x)

spin transfer (transverse)

T (⊥) H⊥
1T (z, kF⊥)

L H⊥
1L(z, kF⊥) ×

对自旋为1/2的强子，碎裂函数与核子的分布函数形成一一对应关系，碎裂过程的夸克－夸克关联子

展开式为，

Ξ(0)
S (z, kF⊥; p, S) = M

[
E(z, kF⊥) +

ε⊥ρσkρ
F⊥Sσ

T

M
E⊥

T (z, kF⊥)
]
, (83)

Ξ(0)
PS(z, kF⊥; p, S) = M

[
λEL(z, kF⊥) +

kF⊥ · ST

M
ET (z, kF⊥)

]
, (84)

Ξ(0)
α (z, kF⊥; p, S) = pα

[
D1(z, kF⊥) +

ε⊥ρσkρ
F⊥Sσ

T

M
D⊥

1T (z, kF⊥)
]

+ kF⊥α

[
D⊥(z, kF⊥) +

ε⊥ρσkρ
F⊥Sσ

T

M
D⊥1

T (z, kF⊥)
]
,

+ ε⊥αρk
ρ
F⊥

[
λD⊥

L (z, kF⊥) +
kF⊥ · ST

M
D⊥2

T (z, kF⊥)
]

+
M2

p+
nα

[
D3(z, kF⊥) +

ε⊥ρσkρ
F⊥Sσ

T

M
D⊥

3T (z, kF⊥)
]
,

(85)

Ξ̃(0)
α (z, kF⊥; p, S) = pα

[
λG1L(z, kF⊥) +

kF⊥ · ST

M
G⊥1T (z, kF⊥)

]
+ MSTαG′T (z, kF⊥)− ε⊥αβkβ

F⊥G⊥(z, kF⊥)

+ kF⊥α

[
λG⊥L (z, kF⊥) +

kF⊥ · ST

M
G⊥T (z, kF⊥)

]
+

M2

p+
nα

[
λG3L(z, kF⊥) +

kF⊥ · ST

M
G3T (z, kF⊥)

]
,

(86)

Ξ(0)
Tρα(z, kF⊥; p, S) = p[ρSTα]H1T (z, kF⊥)− p[ρε⊥α]βkβ

F⊥
M

H⊥
1 (z, kF⊥) +

p[ρkF⊥α]

M

[
λh⊥1L(z, kF⊥)− kF⊥ · ST

M
h⊥1T (z, kF⊥)

]

+ ST [ρkF⊥α]H
⊥
T (z, kF⊥)−Mε⊥ραH(z, kF⊥) + n̄[ρnα]

[
MλHL(z, kF⊥)− kF⊥ · ST HT (z, kF⊥)

]

+
M2

p+

{
n[ρSTα]H3T (z, kF⊥) +

n[ρkF⊥α]

M

[
λH⊥

3L(z, kF⊥)− kF⊥ · ST

M
H⊥

3T (z, kF⊥)
]
− n[ρε⊥α]βkβ

F⊥
M

H⊥
3 (z, kF⊥)

}
.

(87)

共有32个分量，其中8个是twist 2，16个是twist 3，剩余的8个是twist 4。表中列出twist 2的8个。

如果考虑自旋为1的介子产生，强子的极化包含矢量极化和张量极化两个部分，矢量极化与自旋为1/2的

强子一样，由思维极化矢量S描述，张量极化则由一个Lorentz标量SLL，一个矢量SLT和一个张量STT描

述，它们分别具有1、2、2个独立分量和相应的物理意义。此时，碎裂函数也将分解为依赖于极化矢量S部

分和依赖于张量极化的部分。依赖于矢量极化部分形式上与自旋1/2情形下完全相同，依赖张量极化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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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由下式给出，

zΞT (0)(z, kF⊥; p, S) = M
[
SLLELL(z, kF⊥) +

kF⊥ · SLT

M
E⊥

LT (z, kF⊥) +
kF⊥ · STT · kF⊥

M2
E⊥

TT (z, kF⊥)
]
,

(88)

zΞ̃T (0)(z, kF⊥; p, S) = M
[εkF SLT

⊥
M

E′⊥
LT (z, kF⊥) +

ε⊥kF αkβSαβ
TT

M2
E′⊥

TT (z, kF⊥)
]
, (89)

zΞT (0)
α (z, kF⊥; p, S) = p+n̄α

[
SLLD1LL(z, kF⊥) +

kF⊥ · SLT

M
D⊥

1LT (z, kF⊥) +
kF⊥ · STT · kF⊥

M2
D⊥

1TT (z, kF⊥)
]

+ kF⊥α

[
SLLDLL(z, kF⊥) +

kF⊥ · SLT

M
D⊥

LT (z, kF⊥) +
kF⊥ · STT · kF⊥

M2
D⊥

TT (z, kF⊥)
]

+ MSLTαDLT (z, kF⊥) + kρ
F⊥STTραD′⊥

TT (z, kF⊥)

+
M2

p+
nα

[
SLLD3LL(z, kF⊥) +

kF⊥ · SLT

M
D⊥

3LT (z, kF⊥) +
kF⊥ · STT · kF⊥

M2
D⊥

3TT (z, kF⊥)
]
,

(90)

zΞ̃T (0)
α (z, kF⊥; p, S) = p+n̄α

[εkF⊥SLT

⊥
M

G⊥1LT (z, kF⊥) +
ε⊥kF⊥ρkF⊥σSρσ

TT

M2
G⊥1TT (z, kF⊥)

]

+ ε⊥αρk
ρ
F⊥

[
SLLG⊥LL +

kF⊥ · SLT

M
G⊥LT (z, kF⊥) +

kF⊥ · STT · kF⊥
M2

G⊥TT (z, kF⊥)
]

+ Mε⊥αρS
ρ
LT GLT (z, kF⊥) + ε⊥αρkF⊥σSρσ

TT G′⊥TT (z, kF⊥)

+
M2

p+
nα

[εkF⊥SLT

⊥
M

G⊥3LT (z, kF⊥) +
ε⊥kF⊥ρkF⊥σSρσ

TT

M2
G⊥3TT (z, kF⊥)

]
, (91)

zΞT (0)
ρα (z, kF⊥; p, S) =

p+n̄[ρε⊥α]σkσ
F⊥

M

[
SLLH⊥

1LL(z, kF⊥) +
kF⊥ · SLT

M
H⊥

1LT (z, kF⊥) +
kF⊥ · STT · kF⊥

M2
H⊥

1TT (z, kF⊥)
]

+ p+n̄[ρε⊥α]σSσ
LT H1LT (z, kF⊥) +

p+n̄[ρε⊥α]σkF⊥δS
σδ
TT

M
H ′⊥

1TT (z, kF⊥)

+ Mε⊥ρα

[
SLLHLL(z, kF⊥) +

kF⊥ · SLT

M
H⊥

LT (z, kF⊥) +
kF⊥ · STT · kF⊥

M2
H⊥

TT (z, kF⊥)
]

+ n̄[ρnα]

[
εkF⊥SLT

⊥ H ′⊥
LT (z, kF⊥) +

ε⊥kF⊥σkF⊥δS
σδ
TT

M
H ′⊥

TT (z, kF⊥)
]

+
M2

p+

{n[ρε⊥α]σkσ
F⊥

M

[
SLLH⊥

3LL(z, kF⊥) +
kF⊥ · SLT

M
H⊥

3LT (z, kF⊥) +
kF⊥ · STT · kF⊥

M2
H⊥

3TT (z, kF⊥)
]

+ n[ρε⊥α]σSσ
LT H3LT (z, kF⊥) +

n[ρε⊥α]σkF⊥δS
σδ
TT

M
H ′⊥

3TT (z, kF⊥)
}

. (92)

总共有40个分量，其中twist 2的10个，twist 3的20个，twist 4的10个。下表给出twist 2的十个分量。

如果我们对横动量积分d2k⊥，我们得到一维碎裂函数的情形。矢量极化部分为，

zΞV (0)
S (z; p, S) = ME(z), (93)

zΞV (0)
PS (z; p, S) = λMEL(z), (94)

zΞV (0)
α (z; p, S) = pαD1(z) + Mε⊥αρS

ρ
T DT (z) +

M2

p+
nαD3(z), (95)

zΞ̃V (0)
α (z; p, S) = λpαG1L(z) + MSTαGT (z) + λ

M2

p+
nαG3L(z), (96)

zΞV (0)
Tρα (z; p, S) = p[ρSTα]H1T (z)−Mε⊥ραH(z) + λMn̄[ρnα]HL(z) +

M2

p+
n[ρSTα]H3T (z).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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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自旋为1的粒子的10个leading twist张量极化依赖的碎裂函数分量
quark

polarization

hadron

polarization
TMD FFs integrated over ~kF⊥ name

U

LL D1LL(z, kF⊥) D1LL(z) spin alignment

LT D⊥
1LT (z, kF⊥) ×

TT D⊥
1TT (z, kF⊥) ×

L
LT G⊥1LT (z, kF⊥) ×
TT G⊥1TT (z, kF⊥) ×

T

LL H⊥
1LL(z, kF⊥) ×

LT H1LT (z, kF⊥),H⊥
1LT (z, kF⊥) H1LT (z)

TT H⊥
1TT (z, kF⊥),H ′⊥

1TT (z, kF⊥) ×

张量极化部分为，

zΞT (0)
S (z; p, S) = MSLLELL(z), (98)

zΞT (0)
PS (z; p, S) = 0, (99)

zΞT (0)
α (z; p, S) = pαSLLD1LL(z) + MSLTαDLT (z, kF⊥) +

M2

p+
nαSLLD3LL(z), (100)

zΞ̃T (0)
α (z; p, S) = Mε⊥ραSρ

LT GLT (z), (101)

zΞT (0)
Tρα (z; p, S) = p[ρε⊥α]σSσ

LT H1LT (z) + Mε⊥ραSLLHLL(z) +
M2

p+
n[ρε⊥α]σSσ

LT H3LT (z). (102)

我们可以看到，依赖于矢量极化的部分，一维情形下共有12个分量，twist-2的3个，twist-3的6个，twist-

4的3个；张量部分8个，twist 2的2个，twist-3的4个，twist-4的2个。我们在表中也给出了这些分量。作为参

考，我们在表3给出扭度3的碎裂函数分量。

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部分子分布函数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核子，与夸克碎裂为自旋为1/2的强子的碎

裂函数相对应，相对简单。对碎裂函数的研究，可以考虑不同自旋的强子的产生，而且还可以研究味道依

赖等，内容更加丰富，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强相互作用的性质。目前已有的碎裂函数的实验研究，虽然已

有大量投入，但基本都关注了数密度D1(z, kF⊥)方面，与自旋相关的纵向极化转移G1L(z)以及矢量介子的

张量极化分量D1LL(z)(spin alignment)等，在LEP实验中有些测量，最近Belle、BarBar、BES也纷纷给出

从两个π介子角分布的关联研究Collins函数H⊥
1T (z, kF⊥)的测量结果，但总的来讲实验研究还十分缺乏。

（二）利用e+e− → Z0 → h + q̄ + X过程末态粒子的极化研究碎裂函数

在e+e−的强子产生过程中，末态强子的极化直接有上述碎裂函数的不同分量确定，特别是在Z0阈附

近，由于Z0衰变产生的夸克是纵向极化的（极化度如图19所示），为研究自旋依赖的碎裂函数提供了理想

的场所，在半单举反应e+e− → Z0 → h + q̄ + X(其中q̄对应于反应过程的一个喷注），我们可以研究三维

情形下碎裂函数的情形。以下给出末态强子极化与碎裂函数间的关系。

对自旋为1/2的强子，我们有，在领头扭度(leading twist)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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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扭度3的碎裂函数分量
quark

polarization

hadron

polarization
TMD FFs integrated over ~kF⊥

U

U E(z, kF⊥), D⊥(z, kF⊥) E(z), ×

L D⊥
L (z, kF⊥) ×

T E⊥
T (z, kF⊥), DT (z, kF⊥), D⊥

T (z, kF⊥) ×, DT (z)

LL ELL(z, kF⊥), DLL(z, kF⊥) ELL(z), ×
LT E⊥

LT (z, kF⊥), DLT (z, kF⊥), D⊥
LT (z, kF⊥) ×, DLT (z)

TT E⊥
TT (z, kF⊥), D⊥

TT (z, kF⊥), D′⊥
TT (z, kF⊥) ×, ×, ×

L

U G⊥(z, kF⊥) ×

L EL(z, kF⊥), G⊥L (z, kF⊥) EL(z), ×
T ET (z, kF⊥), GT (z, kF⊥), G⊥T (z, kF⊥) ×, GT (z)

LL G⊥LL(z, kF⊥) ×
LT E′⊥

LT (z, kF⊥), GLT (z, kF⊥), G⊥LT (z, kF⊥) ×, GLT (z)

TT E′⊥
TT (z, kF⊥), G⊥TT (z, kF⊥), G′⊥TT (z, kF⊥) ×, ×, ×

U H(z, kF⊥) H(z)

L HL(z, kF⊥) H(z)

T (‖) H⊥
T (z, kF⊥) ×

T T (⊥) H ′⊥
T (z, kF⊥) ×

LL HLL(z, kF⊥) HLL(z)

LT H⊥
LT (z, kF⊥), H ′⊥

LT (z, kF⊥) ×, ×
TT H⊥

TT (z, kF⊥), H ′⊥
TT (z, kF⊥) ×, ×

P
(0)
Lh (y, z, pT ) =

∑
q T q

0 (y)Pq(y)G1L(z, pT )∑
q T q

0 (y)D1(z, pT )
, (103)

P
(0)
hn (y, z, pT ) = −|~pT |

zM

∑
q T q

0 (y)D⊥
1T (z, pT )∑

q T q
0 (y)D1(z, pT )

, (104)

P
(0)
ht (y, z, pT ) = −|~pT |

zM

∑
q Pq(y)T q

0 (y)∆D⊥
1T (z, pT )∑

q T q
0 (y)D1(z, pT )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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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e+e− → Z0 → qq̄产生的夸克的纵向极化度，θ是夸克与电子运动方向的夹角。

计入twist 3的贡献,

Phj(y, z, pT ) = P
(0)
hj (y, z, pT )

[
1 +

M

Q
∆(y, z, pT )

]
+ ∆P

(1)
hj (y, z, pT ), (106)

∆P
(1)
Lh (y, z, pT ) =

4
zQ

∑
q

[
T̃ q

2 (y)pyD⊥
L (z, pT )− T̃ q

3 (y)pxG⊥L (z, pT )
]

∑
q T q

0 (y)D̂1(z, pT )
, (107)

∆P
(1)
hn (y, z, pT ) = −4M

zQ

∑
q

[
T̃ q

2 (y)pXD̃T (z, pT ) + T̃ q
3 (y)pY G̃T (z, pT )

]

|~pT |
∑

q T q
0 (y)D1(z, pT )

, (108)

∆P
(1)
ht (y, z, pT ) =

4M

zQ

∑
q

[
T̃ q

2 (y)pY DT (z, pT )− T̃ q
3 (y)pXGT (z, pT )

]

|~pT |
∑

q T q
0 (y)D1(z, pT )

. (109)

式中D̃和G̃定义为，

D̃T (z, pT ) ≡ DT (z, pT ) +
p2

T

z2M2
D⊥

T (z, pT ), (110)

G̃T (z, pT ) ≡ GT (z, pT )− p2
T

z2M2
G⊥T (z, pT ). (111)

其中纵向取成强子运动方向，n和t分别是强子产生面的法线方向和产生面内的横向。各系数定义为

T q
0 (y) = cq

1c
e
1A(y)− cq

3c
e
3B(y), (112)

T q
1 (y) = −cq

3c
e
1A(y) + cq

1c
e
3B(y), (113)

T q
2 (y) = −cq

3c
e
3 + cq

1c
e
1B(y), (114)

T q
3 (y) = cq

1c
e
3 − cq

3c
e
1B(y), (115)

cq
1 = (cq

V )2+(cq
A)2, and cq

3 = 2cq
V cq

A；Pq(y) = T q
1 (y)/T q

0 (y)是Z0衰变产生的夸克的极化；A(y) = (1−y)2+y2

and B(y) = 1 − 2y，以电子与夸克的夹角θ表示，A(y) = (1 + cos2 θ)/2 and B(y) = − cos θ。对电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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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除电荷依赖外，cV = 1，cA = 0，从而，cq
1 = 1, cq

3 = 0，这样，T q
0 (y) = A(y), T q

2 (y) = B(y),

T q
1 (y) = T q

3 (y) = 0.

自旋为1的强子的张量极化：在leading twist下，各分量与碎裂函数间的关系为，

S
(0)
LL(y, z, pT ) =

∑
q T q

0 (y)D1LL(z, pT )
2

∑
q T q

0 (y)D1(z, pT )
, (116)

S
n(0)
LT (y, z, pT ) = −2|~pT |

3zM

∑
q Pq(y)T q

0 (y)G⊥1LT (z, pT )∑
q T q

0 (y)D1(z, pT )
, (117)

S
t(0)
LT (y, z, pT ) = −2|~pT |

3zM

∑
q T q

0 (y)D⊥
1LT (z, pT )∑

q T q
0 (y)D1(z, pT )

, (118)

S
nn(0)
TT (y, z, pT ) = − 2|~pT |2

3z2M2

∑
q T q

0 (y)D⊥
1TT (z, pT )∑

q T q
0 (y)D1(y, pT )

, (119)

S
nt(0)
TT (y, z, pT ) =

2|~pT |2
3z2M2

∑
q Pq(y)T q

0 (y)G⊥1TT (z, pT )∑
q T q

0 (y)D1(y, pT )
, (120)

考虑twist 3的贡献，我们得到，

SLL(y, z, pT ) = S
(0)
LL(y, z, pT )

[
1 +

M

Q
∆(y, z, pT )

]
+ ∆S

(1)
LL(y, z, pT ), (121)

Sj
LT (y, z, pT ) = S

j(0)
LT (y, z, pT )

[
1 +

M

Q
∆(y, z, pT )

]
+ ∆S

j(1)
LT (y, z, pT ), (122)

Snj
TT (y, z, pT ) = S

nj(0)
TT (y, z, pT )

[
1 +

M

Q
∆(y, z, pT )

]
+ ∆S

nj(1)
TT (y, z, pT ), (123)

∆S
(1)
LL(y, z, pT ) = −

∑
q 2

[
T̃ q

2 (y)pXD⊥
LL(z, pT )− T̃ q

3 (y)pY G⊥LL(z, pT )
]

z2Q
∑

q T q
0 (y)D1(z, pT )

, (124)

∆S
n(1)
LT (y, z, pT ) = − 8M

3zQ

∑
q

[
T̃ q

2 (y)pY DLT (z, pT ) + T̃ q
3 (y)pXGLT (z, pT )

]

|~pT |
∑

q T q
0 (y)D1(z, pT )

, (125)

∆S
t(1)
LT (y, z, pT ) = − 8M

3zQ

∑
q

{
T̃ q

2 (y)pXD̃LT (z, pT )− T̃ q
3 (y)pY G̃LT (z, pT )

}

|~pT |
∑

q T q
0 (y)D1(z, pT )

, (126)

∆S
nn(1)
TT (y, z, pT ) = − 8

3z2Q

∑
q

[
T̃ q

2 (y)pXD̃⊥
TT (z, pT )− T̃ q

3 (y)pY G̃⊥TT (z, pT )
]

∑
q T q

0 (y)D1(z, pT )
, (127)

∆S
nt(1)
TT (y, z, pT ) =

8
3z2Q

∑
q

[
T̃ q

2 (y)pY D⊥
TT (z, pT ) + T̃ q

3 (y)pXG⊥TT (z, pT )
]

∑
q T q

0 (y)D1(z, pT )
. (128)

式中带˜的碎裂函数的定义为，

D̃LT (z, pT ) ≡ DLT (z, pT ) +
p2

T

z2M2
D⊥

LT (z, pT ), (129)

G̃LT (z, pT ) ≡ GLT (z, pT ) +
p2

T

z2M2
G⊥LT (z, pT ), (130)

D̃⊥
TT (z, pT ) ≡ D⊥

TT (z, pT ) +
p2

T

z2M2
D′⊥

TT (z, pT ), (131)

G̃⊥TT (z, pT ) ≡ G⊥TT (z, pT ) +
p2

T

z2M2
G′⊥TT (z, pT ),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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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LEP上对Λ纵向极化和K∗介子spin alignment的测量结果

实验上，自旋1/2的超子的极化可以通过其弱衰变产物的角分布测量，而描写矢量介子张量极化的各

个分量也可以通过矢量介子衰变为两个赝标介子衰变产物的角分布来测量，为我们提供了极化测量行之

有效的方法，对它们系统的测量可以系统地研究碎裂函数的各个分量。

LEP实验中曾对Λ超子的纵向极化PLΛ(z)以及一些矢量介子（如K∗、ρ、D∗等）的spin alignment做了

测量，结果如图20所示。得出对z的依赖，这些结果对自旋依赖的碎裂函数的分量的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与LEP相比，超级Z工厂亮度提高5－6个数量级，将不仅首次可以对这些物理量进行精确测量，而且可以

对这些极化参量进行全面系统测量，从而为碎裂函数的研究提供系统的数据。

§2.5 味物理

§2.5.1 重味（介子及重子）物理及CP破坏

§2.5.2 双重味（介子及重子）物理

重夸克偶素的发现和研究迄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由于其很多态具有清晰的标志性的衰变道，在实验

上容易测量，因此可用于精确地研究QCD理论。特别是，重夸克的大质量使得相关的过程可采用QCD因

子化将其处理成微扰和非微扰两部分，其中的微扰部分可以用QCD微扰论展开计算，具有普适性的非

微扰部分则可以用实验来确定。因此，重夸克偶素的产生以及衰变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地方来研

究QCD理论。如重夸克偶素，作为多能标体系，可用于研究强子在多个能区的特性，并对国际上存在的

多种QCD因子化理论，如QCD色单态模型、NRQCD理论、QCD碎裂机制、kT-因子化理论等等，提供了

很好检验平台。

重夸克偶素的研究一直是粒子物理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近年来的一系列理论工作发现J/Ψ产生

过程的高阶QCD修正贡献很大,这就要求理论预言的结果必须要考虑高阶修正的影响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总结这些理论及其实验进展，我们可以看到，在高能区域的强子对撞机Tevatron和LHC上，

重夸克偶素产生的横动量分布可以用NRQCD到下一阶的理论计算结果解释，其中颜色八重态部分的贡献

非常重要。但是产生重夸克偶素的带极化的横动量分布还不能完全被解释。而在低能区域的正负电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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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机B工厂上（质心系能量约10GeV）,理论和实验结果的对比发现，颜色单态部分的贡献就能很好的解释

实验的测量结果，而颜色八重态部分的贡献就成为了超出部分。如对于J/ψ产生的遍举过程和单举过程，

B-工厂实验与理论预言也有很大的差别。对于单举过程e+e− → J/ψ+X，其中X = cc̄或gg，在考虑单圈修

正之后，它们的总产生截面仍然比Belle和Babar实验结果要小。对于遍举过程e+e− → J/ψ +ηc，考虑单圈

强修正以及相对论修正效应之后，NRQCD预言可与Belle和Babar基本一致。在进一步考虑强修正中的重

整化能标设定之后 [143]，我们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微扰收敛性。但不同文献确定/选择非微扰NRQCD矩

阵元取值相差很大，并存在相对论修正较大以及强修正效应并不收敛等理论不确定性，因此理论与实验

的一致性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因此对重夸克偶素物理做进一步实验和理论的研究仍然是当今非常有意义

的工作。Z工厂的质心对撞能量约为92GeV，在这个中间能区详细和精确的研究重夸克偶素物理，包括对

于其产生和极化的横动量分布的测量和计算，对于重夸克碎裂成重夸克偶素的测量和计算，将成为Z工厂

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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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粲夸克偶素和底夸克偶素通过Z0-玻色子的单举产生过程，e+e− → Z0 → J/ψ + X (X = cc̄或gg)，随正负电子质

心对撞能量Ecm =
√

s的变化情况 [144]。

通常情况下，粲偶素和底偶素的产生截面随着正负电子对撞能量的增加而减少，因此超级Z工厂上

通过虚光子产生道产生的事例数远比B-工厂上的小；但如图 21所示，Z0-共振峰增强效应将会增加粲偶

素和底偶素的产生截面几个量级，因此超级Z工厂上也能产生足够的粲偶素和底偶素事例。作为B介子工

厂实验的重要补充，超级Z工厂也可成为研究粲偶素性质的有用平台。在B工厂上，由于底偶素的质量接

近其正负电子的对撞能量，因此它具有较大域值效应，导致微扰计算存在很大理论不确定因素，理论预

言并不可靠。而在超级Z工厂上，其拥有的足够大对撞能量以及高亮度，可极大地压低域值效应并用于验

证底偶素的产生性质。由于底偶素中的相对速度，v2
b ∼ 0.1 < v2

c ∼ 0.3，因此相比粲偶素，底偶素能更好

的验证NRQCD理论。

相对于底偶素、粲偶素或者B、D等其他重介子，Bc介子是标准模型框架内唯一的由不同味道的两个

重夸克构成的介子，因此它具有特殊性质。利用程序BCVEGPY [145]和GENXICC [146]，人们可模拟Bc介

子和Ξcc重子等双重味粒子在高能强子对撞机上的产生情况。相比于大型强子对撞机，正负电子对撞机具

有背景干净且所有末态粒子的运动学信息均可测量等优点 [147]，通过测量适当的微分截面分布，人们可

获得关于重味粒子的有用信息；人们还可通过调整对撞电子/负电子的极化率提高b夸克等的标记效率，

因此它更适用于精确测量及标准模型的精确检验。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曾尝试在欧洲大型正负电子对

撞机（LEP）的Z0共振峰上寻找Bc介子等双重味事例。但由于当时LEP上的正负电子对撞亮度过低，人

们并末在LEP上发现任何Bc介子事例，这也符合文献 [148]的理论估算。但超级Z工厂将拥有足够高的亮

度，这使得它完全有能力产生大量的Bc介子 [149, 148, 150]，甚至是Ξcc等双重味强子 [151]。

Bc介子可通过σ(e+ + e− → γ∗/Z0 → (cb̄)[n] + b + c̄)过程产生，其中(cb̄)-夸克偶素按NRQCD理论，

需要考虑多个FOCK态的贡献，如颜色单态或颜色八重态的S-波自旋单态和自旋三重态（1S0和3S1）；

颜色单态的四个P-波态（1P1、3P0、3P1和3P2）。高阶FOCK态可通过电磁相互作用以非常大的几率衰变

到Bc介子基态，极大地增加可观测的Bc介子事例数：如所有1P -波态的事例数加起来可达到基态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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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总产生截面σ(e+ + e− → γ∗/Z0 → (cb̄)[n] + b + c̄) 随正负电子对撞能量E的变化情况，其中包

括八个Fock态|(cb̄)1,8[1S0]〉, |(cb̄)1,8[3S1]〉, |(cb̄)1[1P1]〉和|(cb̄)1[3PJ ]〉的贡献。虚线、点线和实线分别表示γ∗-过程, Z0-过

程以及两个过程求和后的总结果。

图 22为Bc介子的总产生截面随正负电子质心对撞能量的变化规律。该图显示出明显的Z0 共振峰增强效

应。在Z0共振峰上，上述八个FOCK态的总产生截面可达到5.19+6.22
−2.42 pb，其中误差为取mc = 1.50 ± 0.30

GeV和mb = 4.90 ± 0.40 GeV时误差的平方平均值。如果超级Z工厂的亮度为1034−36cm−2s−1，我们可估

算在Z工厂上每年可积累105 − 107 Bc介子事例。实验上，如果能将正负电子质心对撞能量偏离Z0控制

在5%之内，产生事例数就将只在一个量级内变化。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末态产生粒子的动量信息均可测

量，因此我们可研究末态粒子包括Bc介子、b-夸克束流和c̄-夸克束流的各种有用分布。基于高能物理常用

的PYTHIA程序 [152], 文献[153]完成了可模拟Bc介子在正负电子对撞机上产生的BEEC程序。BEEC采用

改进后的振幅直接求迹方法完成振幅的简化数值处理，极大地缩短了程序运行时间；同时BEEC采用了

新方法来产生Bc介子非权重事例，极大地提高了Bc介子模拟产生效率。

1998年，人们在美国TEVATRON强子对撞机上首次发现了Bc介子，CDF合作组也给出了基态Bc介

子质量。粒子表列出的最新质量值是6.2756 ± 0.0011 GeV，ATLAS合作组也给出了其第一激发态的质量

值6842±4±5MeV。理论上，位势模型和格点QCD理论可给出较接近于实验测量值的基态质量；但不同理

论模型给出的高激发态质量预言存在差别，最明显的差别体现在两个P波1+态的混合角上。Bc介子只能

通过弱作用进行衰变，导致它的寿命很长。Bc介子主要的衰变方式有单举衰变、半轻衰变、非轻衰变、纯

轻子衰变、CP不对称性以及稀有衰变等等。Bc介子的单举衰变、半轻子衰变以及纯轻子衰变过程均可用

于CKM矩阵元|Vcb|。半轻子衰变过程最重要的过程是末态是S波赝标介子和矢量介子的情形，例如B+
c →

J/ψe+ν̄e (J/ψ → µ+µ−)，该过程目前所获得的实验数据量也最多。Bc介子还有几个分支比较大的半因

子衰变过程：B+
c → ηce

+ν̄e，B+
c → ηc(2S)e+ν̄e，B+

c → ψ(2S)e+ν̄e，B+
c → Bse

+ν̄e和B+
c → B∗

se+ν̄e。

P波等末态的衰变比S波末态复杂，测量起来相对困难；值得指出的是，B+
c → χcJ(hc) + `+ + ν̄`有一定分

支比，在有足够事例数的前提下，可用于研究χcJ(hc)。非轻子衰变过程远比半轻子和纯轻子衰变复杂。

Bc → B
(∗)
s +π+/ρ+ 有百分之几的分支比。它们可用于研究形状因子、弱混合角，CP破坏等现象。纯轻子

衰变过程可用于实验上测量Bc介子的衰变常数以及验证理论模型计算得出的Bc介子零点波函数。纯轻衰

变存在螺旋性压低效应，但它的辐射修正不受螺旋性压低的影响，会有非常大的分支比，如含辐射修正

的e/µ末态，分支比可达到10−4。Bc介子可用于研究CP不对称：如Bc介子的数据量能达到106 ∼ 107，通

过D0π+，D0K+，D∗0K∗+，D∗+K∗0等末态过程，我们有可能发现CP不对称性。Bc介子也是研究稀有衰

变的另一个渠道。稀有衰变的意义在于，基于标准模型的理论计算将会给出很小的分支比，如果超出标

准模型的新物理存在，这些过程会突出新物理的贡献，因此它们是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最理想过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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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些过程也有明显的缺点，分支比太小，所需要的数据量巨大。例如标准模型计算的Bc → D
(∗)
s,dll̄的分

支比为10−7 ∼ 10−8，Bc → D
(∗)
s,dγ分支比为10−5 ∼ 10−6。这些过程之说以对新物理敏感，是因为在标准模

型的框架下最低阶的贡献来自于圈图，也因此分支比小，而相对于其他树图对新物理的压低不太明显。

如果实验上测量的结果与理论差别较大就有很大可能意味着有新物理的贡献。

相比于介子的产生，Ξcc等双重味重子的产生过程分为两步，即首先产生由两个重夸克形成的偶夸

克态，然后再碎裂到重子。双重偶夸克态碎裂到双重味重子的几率非常大，采用碎裂机制与直接认为

偶夸克态就是重子态的产生截面相差很小。在实际处理中我们可将J/ψ，Bc或Υ-介子产生过程中的反夸

克线通过适当变换变为夸克线，就可得到Ξcc，Ξbc和Ξbb等双重味重子的产生截面。实验上只有美国费米

实验室上的固定靶实验组SELEX声称发现了Xicc重子，但它实验测量值与理论估算相差太大；而在随后

的BABAR实验和Belle实验均未有类似的发现。在LHC上，包括其可能的固定靶实验After@LHC，人们期

待会发现Xicc等重子。正负电子对撞机上Ξcc等双重味重子的产生情况与Bc介子的产生情况类似，也会

在正负电子质心对撞能量为Z0时具有共振增强效应，从而也会产生足够的事例数。做为理论估算，在超

级Z工厂上，我们每年可获得6.4× 104−6 Ξcc事例，1.6× 105−7 Ξbc和7.2× 103−5 Ξbb事例。由此它的产生事

例是非常可观的，可用于深入研究双重味重子的特殊性质，如我们有可能进一步区分双重味重子里的轻

夸克成分。考虑到Ξ+
cc有两个主要的衰变道，Ξ+

cc → Λ+
c K− π+ 和Ξ+

cc → p D+ K−，两个道衰变宽度比约

为0.36 ± 0.21；再一步考虑到轻夸克在强子中存在的几率，u : d : s ' 1 : 1 : 0.3 [152]，我们可预计在产生

的Ξ+
cc中，将有7.4× 103−5通过第一个道衰变，2.1× 104−6 通过第二个道衰变。

最后，三重子态也可用于研究QCD理论，强子的结构和弱衰变。文献[154]研究了三重子Ωccc和Ωccb在

强子对撞机上的产生性质：如果LHC积分亮度达到10fb−1，可产生104−5个三重子事例。在正负电子对撞

机上，如果采用Ωccc重子的零点波函数为0.0781GeV3 [154, 155]，Ωccc在Z0域上的产生截面约为0.7fb [154,

155]。如果超级Z工厂的亮度为1034−36cm−2s−1，其一年的积分亮度可达到100fb−1 − 1000fb−1，因此每年

可获得约70− 700个Ωccc事例。实验上，我们可通过Ωccc → Ωsss + 3π+重建出Ωccc事例。

§2.6 强子物理（奇异强子）

§2.6.1 强子化模型检验（金毅，李世渊，司宗国，姚涛）

高能强相互作用一般分为软硬两类。前者可用微扰量子色动力学描写；后者无法用微扰论计算，至今

仍是对量子色动力学的挑战。深入探索强子化这一软过程的机制，是研究夸克胶子禁闭本质的独特和重

要的手段，而且涉及到相对论性量子场论的幺正性等基本问题[156]。由于初态没有强子，在高能e+e− →
hadrons过程中研究强子化有其特别优势。在Z0共振点上，正负电子湮灭反应的截面非常高，未来的超

级Z工厂，将成为探索强子化机制的最好舞台之一。

e+e− → hadrons反应一般可分为四个子过程：一是弱电过程；二是部分子级联过程；三是级联过程

结束后产生的末态部分子转化为直生强子的强子化过程；四是不稳定直生强子的衰变过程。其中，部分

子级联过程原则上可用微扰量子色动力学进行计算，但当末态部分子数目增多时，需考虑的Feynman图

数目急剧增多，很难用传统的矩阵元方法计算。为此人们建立起一些部分子级联模型，并将其与不同的

强子化模型结合起来去研究多重产生现象。强子化这一软过程目前仅能通过各类强子化模型来描述，目

前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Lund弦碎裂模型（LSFM）[157]、Webber集团碎裂模型（WCFM）[158, 159]和夸

克组合模型（QCM）等。上述模型（通过调整相应模型参数）成功解释了高能过程的大量实验数据。不同

的强子化模型反映了不同的强子化机制，一般都可给出强子化末态的整体性质，而要深入研究非微扰量

子色动力学，就必须细致区分不同模型的有效性，以此理解不同模型采用的强子化机制。借助于超级Z工

厂的高亮度，我们可对各种强子化模型作进一步细致改进和对比[160]，并将其应用到其它高能反应的强

子化过程中，以此检验标准模型，寻找新物理信号。作为微扰量子色动力学和实验相互沟通的桥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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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条件（要求）互动地发展和细化强子化模型，为超级Z工厂所有涉及到强子的物理目标提供支撑，也

是实验的客观要求。

强相互作用是色相互作用，在用模型研究强子化过程时，该特定模型必先应用到有确定色状态的

部分子系统上，因此需要研究连接微扰与非微扰过程界面的色结构，该界面既是部分子演化的结束，

又是强子化过程的起点。探究此界面上不同色结构所给出的强子化结果，将会对色禁闭机制提供重要

信息。不同色连接采用同一个强子化模型，将有可能导致强子化结果的不同。在强子化模型产生器中，

如PYTHIA/JETSET，通过调节色连接方式，比较对应的强子化结果，并与实验结果相对照，有可能体现

对末态多部分子系统色连接方式的选择，从而深入了解非微扰量子色动力学[161, 162]。反之，同一个色连

接采用不同的强子化模型，其差别可体现不同强子化机制的不同侧面，是对强子化模型研究的细化。在硬

对撞过程中产生的四夸克系统(q1 q̄2 q3 q̄4)中，有许多与色连接相关的现象可供研究，例如特殊强子的夸

克重组，软作用对传播子粒子（如W+W−、Z0Z0[163, 164]）重建时的影响，上述问题或多或少均与四夸

克间的色连接有关。近来，有关双重重子[165, 166]和‘exotic’粒子的产生机制已在不同的反应中进行了探

索[167, 168, 169]。我们最近的系列工作[170, 171, 172]对末态部分子间可能存在一种特殊的色结构进行了细

致研究，该色结构对于正负电子湮灭过程中双重重子的产生是必须的选择，而当前流行的强子化模型中还

从未考虑如何与这种色结构相连接。在未来的超级Z工厂上，将会积累一大批类如e+e− → Z0 → Ξcc+X的

事例，从而相关物理量可得到更高精度的测量，对研究上述色连接方式是绝佳的场所。

1. 强子化机制的研究

如前所述，通过将不同强子化模型给出的重味强子产生的结果与实验数据的对比，可获得一些有关

强子化现象的有用信息。这里首先对一些流行的强子化模型作简要介绍，然后再讨论超级Z工厂上对应的

强子化结果。

1.1 三种常用的强子化模型

弦碎裂模型。该模型最早由Artru和Mennesser在1974年提出的[173]，从1978年开始，LUND大学理论

物理组对弦碎裂模型作了进一步发展[174]，并编写了相应的Monte-Carlo 程序：JETSET事例产生器。后

来又扩展延伸出另一个版本PYTHIA。弦碎裂模型的基本物理图像包括两部分：qq̄色弦的碎裂和多部分

子系统形成的色弦碎裂。对于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即qq̄色弦的碎裂，当色与反色之间的距离很大时，量子

色动力学给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势是线性的，当q 和q̄ 反向运动时，它们之间的色力线将被局限在一段

色流管内，或者形成色的螺旋线（注：色力线究竟是形成色流管还是色螺旋线与真空结构有关）。弦模型

中的色弦就对应了色与反色之间的色力线。这就是弦碎裂模型的出发点。当q和q̄向两边运动时，其动能

就会转变为色弦的势能储存起来，势能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色弦中就会有新的夸克对q′q̄′通过真空激发产

生出来。当qq̄色弦从真空中激发出一对q′q̄′时，LUND模型就认为最初的一段色弦分裂为两段色单态的子

弦qq̄′和q′q̄。如果子弦的不变质量足够大，它将继续碎裂直到每一段子弦的不变质量都等于相应强子的质

量时，碎裂过程才终止。由此可见，LUND模型色弦碎裂的最后结果是产生一段段不变质量等于强子质量

的小色弦。这些小色弦的一端是夸克，另一端是反夸克。这样，LUND模型可自然描写介子的产生，但不

能自然给出重子产生。为解决这个矛盾，LUND模型引进双夸克对产生机制和‘popcorn’产生机制，以及有

关的一系列参数。另外，所有的强子化模型中都需要引入与自旋有关的参数来确定得到的强子的自旋。

Webber集团碎裂模型[159]。这是比较流行的另一个强子化模型，它一般包括下面三部分：(1)色单

态集团的形成；(2)不变质量大的集团继续碎裂为小集团；(3)小集团衰变为直生强子。和LUND模型一样，

Webber模型也需要引入双夸克对的产生来描述重子的产生，这样最初的色单态集团就衰变成两个重子。

由于此模型只采用两体衰变方式，因此它不需要引入额外的自由参数和分布函数就能给出直生强子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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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布。在这一点上，Webber模型似乎优于LUND模型，但两体衰变本身是一个人为的假定。同样，为了

描写直生强子的自旋（确定直生强子的味道），Webber模型中也引入了与自旋有关的参数。

夸克组合模型。夸克组合机制(模型)最早是由Annisocich和Bjorken等人提出的[175, 176]。其最大优

点是图像简单，不用引进任何附加机制，就能自然统一地描写重子和介子的产生规律。组合机制成功地

解释了强子碰撞反应中甚前快度区的强子产生[177]，即所谓的‘领头粒子’效应[178]。山东夸克组合模

型(SDQCM)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谢去病等人从夸克组合模型的基本图像出发，在电子湮灭反应

中，系统地提出了夸克产生律和夸克组合律[179, 180, 181]，在此基础上，司宗国等人又把它们推广到多

部分子态的情况，用来处理多部分子态的强子化。并且成功解释了e+e−湮灭和pp(p̄)反应中的一系列实验

现象，如BB̄关联，重子介子比，末态粒子产额以及带电粒子的动量谱等[181, 182, 183, 184]。近来，山东组

又把它拓展应用到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反应中，并很好地解释了末态强子的性质如强子多重数、pT谱、

椭圆流和强子的快度分布等[185, 186]，并研究了RHIC和LHC能量下不同粲强子之间的比例[187]。组合模

型主要包含夸克产生律和组合律。qq̄组成的色单态系统的不变质量（质心能量）为S，在此系统的质心系

中，q和q̄向相反方向运动，当强子化过程开始时，这一段色弦碎裂成N对夸克反夸克，再加上最初的一对

夸克，此系统就变成了N+1对正反夸克。假定新生夸克对数N服从泊松分布，可给出该qq̄色单态系统新产

生的平均夸克对数，所以称之为夸克产生律。在描写夸克形成强子时，文献[181, 182]证明了快度近关联

符合量子色动力学的基本要求，并且由它就可以完全确定夸克组合律。特别地，夸克组合律可自动确定

直生重子介子的产生比例，并保证组合强子化过程中幺正性的满足。总之，夸克产生律给出了e+e−反应

中的有效的夸克数目，而组合律可以确定(直生的)总的重子介子比。如果进一步确定了各种直生重子(介

子)产生的相对权重，QCM就可以给出各种直生强子；再通过PYTHIA/JETSET处理衰变后，末态强子就

得到了。QCM不需要引入额外的附加机制就能统一地解释重子和介子的产生规律，这是夸克组合模型的

优点之一；另一个显著优点是参数的数目远少于其他模型中参数的数目。

1.2 超级Z工厂上的强子化结果与讨论

这里我们采用LSFM和SDQCM对超级Z工厂上的强子化过程做了研究，并特别关注重味强子相关的

一些物理量，如重子介子比，重子反重子关联等。在利用LSFM的产生器PYTHIA时，我们采用了程序的

默认值；而对于SDQCM，则主要依据文献[188]中的取值。表6列出了用LSFM和SDQCM预计的超级Z工厂

上的重味强子，如Ξb、Σb和Ωb等的多重数。上述粒子至今尚未在Z0能量点测量过，而LSFM和SDQCM给

出的预言值相差很大。因此，未来在超级Z工厂上测量上述重味粒子的产生率，将是鉴别不同强子化模型

的重要手段。图23给出了Z0 能量点下，重味重子的产生数目与积分亮度间的关系。很明显对于LEP I，

LSFM(SDQCM)关于Ξb的产额预言数目为～103；对于Ωb，则是几十（百）。因此，为了有足够的精度来研

究重味重子的产生，积分亮度应该提高到足够大。对于超级Z工厂，如果积分亮度可达约104 pb−1，则根

据预言，Ωb的产额至少可达数千，这样的数量对于重味重子性质的探索以及检验强子化模型，可提供足

够高的精度。

表 6: 超级Z工厂的强子平均多重数.

Particle EXP DATA LSFM SDQCM

Σ0
c — 0.0017 0.0073

Σ0
b — 0.0019 0.0102

Ξ0
b — 0.0024 0.0065

Ω−b — 0.00006 0.0008

重子介子比和BB̄关联是更能直接反应强子化机制的两个物理量。在LSFM中，重子介子比可通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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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Z0 能量点下积分亮度与重味重子产额间的关系。图中位置偏低的实线代表LEP I自1993年到1995年Z0附近的总

积分亮度[189].

由参数，如qq/q，BMB̄/(BB̄ + BMB̄)等进行调节。SDQCM则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描写重子和介子的产

生，所以这些比值可自然地得到。表7针对部分强子作了列举，我们发现LSFM和SDQCM均可解释现有

的实验数据。在e+e−湮灭反应中，大多数强子都是直接产生的，即使那些经由衰变产生的，也携带了它

们母粒子的主要特征。研究重子特性，特别是BB̄味道关联，有助于揭示强子化机制。这里BB̄味道关联

的定义是RBB̄ = N
npair

nB+nB̄
，其中npair是BB̄重子-反重子对的数目，NB(NB̄)是重子（反重子）的数目，

N = 2(1)当B = B̄(B 6= B̄) [190]。表8给出了LSFM和SDQCM关于重子反重子味道关联强度的预言值，

并与OPAL的实验数据做了比较。从中可以发现，在未来的超级Z工厂上，重味强子产生需要更精细的测

量，才能以此来深入理解强子化机制。

表 7: 超级Z工厂上的重子介子比。实验数据取自[191].

EXP DATA LSFM SDQCM
Λ0

b

B0 0.188 ±0.101 0.201 0.239
Λ0

b

B+ 0.174 ±0.090 0.200 0.240
Λ+

c

D0 0.172 ±0.039 0.121 0.160
Λ+

c

D+ 0.446 ±0.105 0.360 0.351

2. 色连接研究

许多文献[164, 192, 193]对部分子系统的色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对一个确定的部分子系统，其色空间

结构存在不同的分解方式，分别对应部分子间不同的色连接方式[194, 195]，并可能导致末态强子分布、

关联等性质的差异，相关的探索已在不同的部分子系统中进行过[162, 196, 197]。其中一个重要而有趣的

例子就是来自硬碰撞过程的四夸克系统(q1 q̄2 q3 q̄4)，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部分子系统，但许多强子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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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LSFM和SDQCM对于重子反重子味道关联的预言。实验数据来自OPAL合作组[190].

EXP DATA LSFM SDQCM

ΛΛ̄ 0.49 ±0.06 0.38 0.48

Ξ−Ξ̄+ 0.04 ±0.06 0.14 0.15

Ξ−Λ̄ + Ξ̄+Λ 0.463 ±0.099 0.510 0.538

Λ0
bΛ̄

0
b — 0.08 0.12

象都与之相关，藉由它可对量子色动力学性质进行研究，例如特殊强子产生时的夸克重组现象，软相互

作用对W± 等中间波色子的重建影响等等，这些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强子化机制多少都与这四个夸克间的

色连接有关。

现在常用的事例产生器（PYTHIA，HERWIG等），对于含有N个胶子的部分子系统，普遍采用的“标

准”色连接方式是色中性流连接，与此相区别的色连接方式中，典型的就是由几个胶子组合在一起形成色

单态而其余部分子属于其它色单态的情况，这种所谓的‘色分离’系统已被广泛讨论过，例如对Nc = 3的

情况，通过有效哈密顿量方法[198]，我们曾计算过色单态链和色分离态[198, 199, 200]等不同色连接方

式的相对几率。对于e+e− → qq + ng过程，色有效哈密顿量Hc用于计算一个确定颜色状态|f〉的几率振
幅〈f |Hc |0〉 ，其定义是

Hc =
∑

P (TαP (1)TαP (2) · · ·TαP (n))abD
P Ψ†aΨb†Aα1†

1 Aα2†
2 · · ·Aαn†

n

=
∑

P (1/
√

2)nTr(Q†G†P (1)G
†
P (2) · · ·G†P (n))D

P
(133)

其中，Ψ†a 和Ψb†分别是夸克和反夸克的颜色算子；(Q†)b
a = Ψb†Ψ†a是九重态张量算子；G†u是胶子的色八

重态算子；DP是部分子动量函数，它依赖于部分子的排序P，P意味着(1, 2, . . . , n)的某个排列组合，数字

是代表部分子的标签。然而，哪一种色连接特别受非微扰量子色动力学支持，或是如何决定某种色连接

相对其它色连接出现的几率，到目前还未发现有着特定的原则来确定上述问题。此类问题在四夸克系统

中也可以进行探究。一般来说，色连接特指“色分离态”，然而对于部分子系统整体形成一个色单态的

情况[170]，之前还未有过详细研究。在此种色连接方式中，这四个夸克不能形成两个色单态集团，而只

能在强子化时作为一个色单态整体来对待。类似的一个特别的例子即e+e−反应中的双夸克对碎裂，这在

文献[170]中已做过探讨，其中的事例触发判选就是寻找两喷注事例，其所对应的运动学构型就是(q1q3)

和(q̄2q̄4)均具有很小的不变质量，可分别作为双夸克和双反夸克来处理，这必然导致产生两个重子，它们

分别作为两个喷注的领头粒子。但是上述动量空间构型的限制非常强。

为了判选这种色连接的存在，选择组成含有两个重夸克的强子是便易的，显然该强子来自于双重夸

克的碎裂。为此，我们将考察一个四重夸克系统，其中只要求一个QQ′(Q̄Q̄′)对具有很小的不变质量并作为

一个双夸克（或双反夸克）来处理，另外的两个剩余的夸克的不变质量则放开不受限。为明确描述这种所

谓的‘exotic’色连接，我们应考虑三喷注事例。双重夸克的强子化不仅可形成双重重子（如Ξcc[165, 166]），

还可以形成双重的四夸克态（如Tcc [169]），这依赖于该双重夸克是与一个夸克结合，还是与一个双反夸

克结合。近来，大批新的束缚态，例如X、Y、Z这样的‘exotic’强子在实验中被发现。人们认为上述粒子的

产生机制研究有助于揭示它们的组成结构[167, 168]，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X(3872)，有关它的产生机

制和组成结构，不少工作都进行了细致探索[201, 202]，其结果是将X(3872)解释为‘强子分子’。但与此同

时，X(3872) 也可以看做是夸克组成为cqc̄q̄的四夸克态。对于后者，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下，如果cc̄ 色单态

集团的不变质量恰好处于合适范围，X(3872)就可以通过该集团的强子化得到，例如cc̄ → X(3872) + · · ·。
在后文中，上述各种可能产生的末态强子均会涉及到。

在图24中，我们给出了e+e− → Z0 → QQ′Q̄Q̄′过程的产生截面随反应总能量Q的变化分布。对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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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超级Z工厂，很明显Z0能量点所对应的产生截面非常之大，使得彻底研究上面所提及的特殊色连接

成为可能。另外，在Z0 能量点上，重夸克Q/Q′ 应该是c或b夸克，为方便下面的讨论我们将主要以c夸克

为例进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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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4

0.5

80 90 100 110 120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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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

)

图 24: e+e− → Z0 → QQ′Q̄Q̄′过程的产生截面随反应总能量的分布.

2.1 四夸克系统的色连接

对于q1q̄2q3q̄4系统的色空间的不同分解方式中，有两种值得我们关注

(31 ⊗ 3∗2)⊗ (33 ⊗ 3∗4) = (112 ⊕ 812)⊗ (134 ⊕ 834) = (112 ⊗ 134)⊕ (812 ⊗ 834)⊕ · · · , (134)

(31 ⊗ 3∗4)⊗ (33 ⊗ 3∗2) = (114 ⊕ 814)⊗ (132 ⊕ 832) = (114 ⊗ 132)⊕ (814 ⊗ 832)⊕ · · · , (135)

其中3, 3∗, 1和8分别代表SUc(3)的三重态、反三重态、单态和八重态表示，下标对应于相关的（反）夸克。

上述两种色分解方式在当前流行的强子化模型，如LSFM和WCFM中均被采用，夸克或反夸克形成集团

或色弦后独立碎裂为强子。另一方面，所谓的色重组现象就是由上述两种分解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与

其相关的过程例如LEP II的e+e− → W+W−/Z0Z0 → q1q̄2q3q̄4 → 4jets [163, 164, 192, 197, 203, 204]。

在e+e− → q1q̄1 +g∗ → q1q̄1q2q̄2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q1q̄1)和(q2q̄2)是不存在色单态情况的，但是(q1q̄2)

和(q2q̄1)对应于(135)式中的114 ⊗ 132，它们可以作为色单态来处理，进行独立碎裂[205]。

在(134)和(135)的分解式中，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整个部分子系统被分解为超过一个的色单态集

团。然而，对于q1q̄2q3q̄4系统的色空间，文献[170]指出，应该存在其它的分解方式，该方式使得整个部分

子系统形成一个整体的色单态，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是

(31 ⊗ 33)⊗ (3∗2 ⊗ 3∗4) = (3∗13 ⊕ 613)⊗ (324 ⊕ 6∗24) = (3∗13 ⊗ 324)⊕ (613 ⊗ 6∗24)⊕ · · · , (136)

其中613 (6∗24)代表SUc(3)的六重态（反六重态）表示。当两个（反）夸克处于3∗(3)颜色状态时，它们彼此

间相互吸引形成一个双夸克或双反夸克，并且如果它们的不变质量足够小，这样的集团就有一定几率类

似双夸克或双反夸克进行强子化，上述过程可以通过领头重子以及双喷注事例来判选。该过程相应的强

子化效应因受相空间限制非常小，但是如果有未来高亮度的超级Z 工厂的帮助，相关的物理可观测量就

能够给出精确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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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还有一种重要情况值得考虑，即只有一对夸克（反夸克）对不变质量很小，其它的部分子

不变质量不作要求。该情况对应的色结构整体看起来像一个‘大重子’，可写为

(31 ⊗ 33)⊗ 3∗2 ⊗ 3∗4 = 3∗13 ⊗ 3∗2 ⊗ 3∗4 ⊕ · · · , or

31 ⊗ 33 ⊗ (3∗2 ⊗ 3∗4) = 31 ⊗ 33 ⊗ 324 ⊕ · · · . (137)

毫无疑问，有着很小不变质量的（反）夸克对可以像一个（反）双夸克那样强子化为（反）重子（或四夸

克态）。更进一步地，若这四个夸克都是重味的，即四重夸克系统，则很容易通过鉴别双重重子（或四夸

克态），来判选这种色构型，例如对于e+e− → ccc̄c̄ → h′s过程，我们可以用Ξcc/Tcc粒子作为判选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cc作为双夸克将组合一个夸克q（或双反夸克）以强子化为重子（或四夸克态），该过程会

剩余一个反夸克q̄（或双夸克）来补偿系统的量子数（以下不作特殊说明，q均指代轻夸克）。对于剩余系

统的强子化，可以采用某个确定的模型进行描述，如LSFM或QCM，对此下文将作详细探讨。

对于q1q̄2q3q̄4系统，还有以下色分解情况值得考虑：

(31 ⊗ 3∗2)⊗ 33 ⊗ 3∗4 = (112 ⊕ 812)⊗ 33 ⊗ 3∗4 = 112 ⊗ 33 ⊗ 3∗4 ⊕ 812 ⊗ 33 ⊗ 3∗4 or

(31 ⊗ 3∗4)⊗ 33 ⊗ 3∗2 = (114 ⊕ 814)⊗ 33 ⊗ 3∗2 = 114 ⊗ 33 ⊗ 3∗2 ⊕ 814 ⊗ 33 ⊗ 3∗2 or

(33 ⊗ 3∗2)⊗ 31 ⊗ 3∗4 = (132 ⊕ 832)⊗ 31 ⊗ 3∗4 = 132 ⊗ 31 ⊗ 3∗4 ⊕ 832 ⊗ 31 ⊗ 3∗4 or

(33 ⊗ 3∗4)⊗ 31 ⊗ 3∗2 = (134 ⊕ 834)⊗ 31 ⊗ 3∗2 = 134 ⊗ 31 ⊗ 3∗2 ⊕ 834 ⊗ 31 ⊗ 3∗2 (138)

以上情况与(137)类似，只不过是有一个夸克反夸克对的不变质量很小，而放开其它部分子的不变质量。

若是四重夸克系统，则不变质量很小的夸克反夸克对QQ̄有一定的几率强子化为X、Y、Z等新强子态，例

如X(3872)。

下文所描述的工作，其目的主要是：通过研究Z0能量点下，e+e−对撞机上双重强子（选取Ξcc为代表）

的产生以及对应的事例形状，探索上述特殊色连接方式。在应用具体模型计算末态强子产生之前，应该

先研究该产生事例的形状，即三喷注事例，因为事例形状与强子化无关，可以作为实验上的可能判选条

件来有效地消除背景。

2.2 部分子级的事例形状分析

e+e− → QQ̄Q′Q̄′过程的微分截面可写作

dσ =
1
2s

dLips4|M|2, (139)

其中s反应总能量的平方, Lips4代表4粒子的相空间，|M|2 是对振幅模方的自旋求和平均。在Z0能量点，

我们考察对应于(137)式的三喷注截面，此时QQ′(Q̄Q̄′)的不变质量要求处于一个确定的小范围，即MQ +

MQ′ ∼ MQ + MQ′ + δm（MQ̄ + MQ̄′ ∼ MQ̄ + MQ̄′ + δm）。以下我们选用DURHAM判据[206]

yij =
2min(E2

i , E2
j )(1− cosθij)

E2
cm

(140)

来定义喷注。由此可引入参数ycut，即当两个粒子满足条件yij < ycut时，可被认为是属于同一个喷注。将

该喷注判据应用到部分子级截面

dσ̃ = dσ[Θ(MQ + MQ′ + δm−MQQ′) + Θ(MQ̄ + MQ̄′ + δm−MQ̄Q̄′)] (141)

即可得到三喷注事例的截面σ3−jet。在上式中，MQQ′(MQ̄Q̄′)代表双夸克（双反夸克）的不变质量。具体计

算中，精细结构常数取为α = 1/128，强耦合常数取为αs = 0.12，c夸克质量取为mc = 1.5 GeV/c2，b夸克

49



质量取为mb = 4.5 GeV/c2。图25给出了σ3−jet相应的结果。图中表明，三喷注截面在ycut = 10−3处可达

到10−2 pb。如果超级Z工厂的积分亮度约达到105 pb−1，则重味双夸克的产生事例的数量级可达几千。这

使得精细探测如(137)式的特殊色连接的强子化效应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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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e+e− → QQ′Q̄Q̄′过程的三喷注截面σ3−jet随ycut的变化。高一些的实线/虚线/点划线对应于δm = 1.5 GeV的结

果，而低一些的则对应于δm = 1.0 GeV的结果.

2.3 强子化结果

当一个色单态系统的不变质量很大时，其强子化过程会通过利用强作用从真空中不断激发夸克而不

断产生分支过程。新产生的夸克和初始夸克组合形成色单态的强子。下面我们以四重夸克系统中的重味

双夸克为例，详细描述它的强子化过程。重味双夸克要形成一个双重重子（或四夸克态），需要结合一个

夸克（双反夸克）；为了平衡颜色和味道量子数，真空中必须同时产生一个反夸克（或双夸克）。类似的

分支过程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更多的夸克对和双夸克对不断通过系统与真空的强作用产生，直到整个部

分子系统的绝大部分‘内能’都转化为该过程中产生的强子的动能和质量为止。新产生的两个夸克分别

与初始的重味反夸克连接形成色弦或组合形成色单态集团，其相应的强子化过程可利用某个具体强子化

模型来实现，例如LSFM或QCM。上述过程可不断进行下去，在每一步中，都要为根据相应产生率所产生

的特定强子赋予特定的量子数。图26以ccc̄c̄为例描述了Ξcc的产生过程。

上述图象中，重味diquark的碎裂可采用Peterson公式[207]

f(z) ∝ 1
z(1− 1/z − εQ/(1− z))2

, (142)

其中εQ是自由参数，εQ ∝ 1/m2
Q。为描写起补偿作用的轻（反）夸克的碎裂，我们采用了Lund组的碎裂函

数[208]

f(z) ∝ z−1(1− z)aexp(−bm2
⊥/z), (143)

其中a和b是自有参数，这里和PYTHIA一样，分别取a = 0.3 GeV−2和b = 0.58 G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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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26: (cc)c̄c̄系统的强子化过程，通过真空激发的夸克导致Ξcc的产生。图中黑色实心圈代表夸克，白色空心圈代表反夸

克。(a) 在步骤(3)中初始的c̄和c̄与两个真空激发出的轻夸克连接分别形成两个色弦，因而采用LSFM描写其强子化; (b) 在

步骤(3)中初始的c̄和c̄与两个真空激发出的轻夸克组合分别形成两个色单态集团，因而采用QCM描写其强子化.

对于可展示出强子化效应的Ξcc的能量分布和相对于冲度轴的横动量分布，以及喷注的能量分布和不

变质量分布等，LSFM和QCM均给出相似的结果，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值得着重说明的是，从图26 可以

看出，由于只存在两个色弦而不是三个或更多，在Q̄和Q̄′ 之间的相空间并无色弦跨越，这将导致一个显

著的弦效应，它决定于式(137)所给出的色连接方式，而与采用何种强子化模型无关，可作为上述特殊色

连接的强子化图象的‘印记’。这一点在图27中阐释得非常清晰。众所周知，在e+e−的质心系中，对于三

喷注事例，由于动量守恒，所有的三个喷注的三动量必将处于同一个平面(P)[209]，利用这点可以直接考

察弦效应。这里我们提供了一个数值计算的例子，首先通过要求任意两个喷注间的夹角不得小于π/2，选

取更加对称的三喷注事例；强子化后产生的每个末态粒子的三动量~ki 投影到平面P上得到平面矢量~k′i，

该矢量必处于喷注动量所分隔平面P的三个区域之一；将含有双重强子的那个喷注的三动量方向选作平
面P 的x轴方向，则~k′i 和x轴间的夹角就是所对应末态粒子的方位角φ。由此我们就可以统计末态粒子数

（或能量）分布1/N dN/dφ (1/E dE/dφ)。相应结果见图27，很明显LSFM和QCM均可给出类似的效应。

图中φ=0和φ = 2π 对应着含有Ξcc 的喷注的三动量方向，在π 附近的φ则对应没有色弦跨越的区域，很明

显几乎没有末态粒子出现于该区域。图中的峰值位置对应于三个喷注的动量方向。进一步可以发现，粒子

数分布和能量分布非常相近，所以在实验上观测这里的弦效应，既可通过径迹探测器测量粒子数实现，

又可通过量能器测量能量来实现。作为对称三喷注事例的弦效应特征的更全面展示，这里还给出了粒子

数随快度和横动量的分布图。图28中形似燕尾的分布结构很明确地展示了弦效应。通过辨析粒子快度和

横动量的等值线，三个喷注可以很好地被区分开来。一旦在超级Z工厂上观测到了Ξcc并累积获得大批事

例，这种弦效应即可被确证，从而色流方法可被拓展到LHC和ILC等可能产生的带色重味粒子[210, 211]的

研究上。

§2.6.2 强子及奇异强子

§2.7 双光子物理

§2.8 固定靶（ep , ēp）实验

夸克和胶子是强相互作用理论（QCD）的基本自由度，核子（包括质子和中子）是由夸克通过交换传

递强相互作用的胶子束缚在一起构成的，是体现QCD理论三种颜色合成无色态及其非阿贝尔特性的最简

单费米子系统。因此，研究核子内部夸克-胶子结构一直是中高能核物理和粒子物理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

一。近年来，核子内部结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且不断涌现出令人鼓舞的新发展 [212]。我们目前对

于核子内部结构的知识大多是通过深度非弹性散射（DIS）实验分析研究得到的。高能轻子（包括电子和

子）为我们提供了分辨率小于核子尺寸的清晰探针，可以”看到”核子内部的真实结构。通过对DIS的分析

得知，核子结构远比三个组份夸克复杂得多，胶子成份也对核子自旋极化等问题有一定的贡献 [213]。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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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e+e− → Ξcc + X事例过程的三喷注事例的弦效应. (a) 实线（虚线）代表采用QCM (LSM)时 1
N

dN
dφ
的结果; (b) 实

线（虚线）代表采用QCM (LSM)时 1
E

dE
dφ
的结果. 这里所选取的对称三喷注事例要求任意两个喷注间的夹角不得小于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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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粒子数分布随快度和横动量的变化。两个黑色形如燕尾的区域对应于两个c̄碎裂形成的喷注。xT = 0附近的黑色区

域对应于含有Ξcc/Tcc的另一个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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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大实验室都在计划测量核子内的部分子的分布，期望解决核子的动量、角动量、电磁分布，核子质量

的起源，夸克胶子囚禁的机制等基本问题。理解QCD如何在与禁闭相关的低能区工作，不仅对从QCD理

解核子和原子核的结构、也对利用高能装置如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来发现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都

有决定性的意义。

§2.8.1 通过ep散射过程研究核子结构

核子内部结构的理论研究和实验探索是高能核物理的前沿课题。高能反应过程是研究核子及原子核

内部结构与强相互作用性质的重要手段，尤其是电子散射是研究核子结构极其有效的手段，主要原因有

两点: 轻子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有内在结构的基本粒子；量子电动力学对于电子和虚光子的耦和有非常

精确的描述。QCD因子化定理是我们描述高能反应过程的理论基础。基于因子化定理，高能散射过程的

微分截面可以被因子化为微扰可算硬部分和部分子分布函数之间的卷积。通过DIS实验，我们可以抽出

部分子分布函数，它是核子结构的直接反映。所以，通过实验手段抽取这些部分子分布函数，对于研究核

子内部结构至关重要，必将使人类对物质结构与强相互作用性质的认识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

对于核子结构研究，SLAC（电子束流），DESY（正电子束流）和CERN（子束流）等实验室都曾对核子

结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高速运动核子内的部分子非极化纵向动量分布已经积累了较丰富数据，极

化部分子动量分布也有了较多数据，但是这些数据的运动学区域大多局限于Q2 ≤ 100 GeV2，x ≥ 10−3，

这限制了实验确定核子内夸克、胶子自旋贡献的测量精度。要对核子结构有全面的了解，仍有很多问题

没有解决，如在大x区和小x区的行为；在低Q2处的性能；”横向”g2 的精确测量；夸克轨道角动量、胶子

自旋和它的轨道角动量对核子自旋的贡献等等。这些都是未来实验和理论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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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国际ep散射装置的亮度与质心能量对照关系。

目前，国际上ep散射实验计划包括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NL）的eRHIC和杰弗逊国家实验室

（JLab）的MEIC，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LHeC和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GSI）的ENC等（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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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验装置的主要科学目标都定在了核子结构的研究上。其中，实验精度最高的是JLAB，它的加速器

提供电子连续束流，亮度达1039/cm2s；在极化束流和极化靶的情况下，亮度仍可高达约1036/cm2s，这保

证了实验的高统计性。计划中的Z工厂，正负电子的束流能量将达到50 GeV，ep散射的质心系能量约为10

GeV，比12 GeV升级后的JLab实验的质心系能量要高，同时Z工厂上的ep散射实验亮度也将达到JLab的

亮度。再者，Z工厂上ep散射实验将比JLab的运动学范围更广（图 30），在较大的部分子动量x范围内，

不但可以提供价夸克的分布函数的信息，还能提供海夸克的分布函数的信息，它的主要优势就在于能够

给我们更多更精确的部分子分布函数信息，更有效地检验各种非微扰模型、格点QCD计算，为最终揭示

核子的夸克结构迈出重要一步。可以预见，ep散射实验结果将为人们探索物质内部结构做出巨大贡献。

图 30: ep散射过程的运动学关系图。

§2.8.2 通过ep散射过程研究强子谱

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上，谱学研究是人们探索物质微观世界非常有效的工具。上世纪初，科学家通过

对原子能谱的研究，发现了玻尔量子理论；上世纪中期，科学家通过深入到原子内部对原子核谱的研究，

成功提出了壳模型和集体运动模型。我们期待针对物质更深层次微观结构的强子谱开展研究取得重要突

破。夸克模型对强子谱的研究比较成功，它将大部分的强子态描述成由夸克-反夸克构成的介子或三个夸

克构成的重子。然而强相互作用理论并不排除可能存在超出这些简单结构的更加复杂的色单态的强子，

例如：可能存在纯粹由胶子组成的色单态的胶子球，由组分夸克和组分胶子组成的夸克-胶子混杂态，超

出传统夸克模型的多夸克强子态，以及由强子组成的类似氘核的强子分子态等。这些态被统称为QCD奇

特强子态，在实验上还没有被完全确认。很长时间以来，实验上观测到的所谓的”奇特态”的解释始终是

多种模型共存、多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都适用的状况，始终没有达成共识。近年来，实验上发现了许多新

的介子和重子共振态 [214]，其中相当一部分粒子具有较为奇特的衰变模式，其结构不能用简单的三夸克

（重子）或正反夸克对（介子）的图像给出合理的解释。特别是美国SLAC的BaBar、日本KEK的Belle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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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BEPCII的BESIII实验关于XY Z新粒子的发现，对传统夸克模型提出了巨大挑战。这些新粒子态很有可

能是人们一直在寻找的奇特强子态。Z工厂上的ep散射质心系能量可以达到10 GeV，足以产生上述XY Z粒

子。其产生XY Z的机制与正负电子对湮灭实验产生XY Z粒子的机制不同，形成互补。对于重子激发态，

典型的激发能都有几百MeV，足以从夸克海中拉出一对夸克-反夸克。拉出来的夸克与重子内部原有的价

夸克可形成”偶夸克”有色集团，然后再构成整个无色重子激发态；也可以形成两个无色强子构成的强子分

子态。这种过程的激发能有可能比传统三夸克模型通过径向和轨道激发得到重子激发态的激发能要低，

因此，对于某些重子激发态而言，其内部五夸克成份有可能占主导地位。这种五夸克图像给出了与经典夸

克图像相当不同的重子激发态谱预言，有待实验检验。在电子与核子碰撞过程中，通过交换一个光子可以

在核子中拉出一个夸克对，从而形成一个隐粲重子共振态，所以ep散射过程也是研究隐粲核子共振态的

理想装置。此外，由于ep散射的质心系能量高，还可以产生D介子和Λc、Σc重子，可以研究含璨Λc和Σc重

子。

总之，Z工厂所提供的高能电子束及其较高的亮度也为我国强子物理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Z工厂上进行ep散射实验，开展强子物理研究将充分发挥其作用。

§2.8.3 小结

我国BES已经在粲物理和轻强子谱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创新性物理成果，特别

是轻强子谱和粲偶素谱学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有关核子结构的研究依然存在许多根本性的具有

挑战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使得核子结构的实验探索成为高能核物理的重要前沿课题。基于Z工

厂的ep散射实验开展核子结构方面的前沿研究，对相关研究领域必将做出大的贡献。通过BES实验，我

国在强子谱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国际上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近年来发现的大量类夸克偶

素XY Z粒子增加了该领域的复杂性。这是国际谱学研究的热点，我国要抓住机遇做出实质性贡献。Z工

厂上的ep散射实验完全可以开展XY Z粒子态的研究。届时可以通过光子玻密子过程对这些粒子进行更高

精度的测量，对这些粒子态进行系统研究。我们相信，随着高能ep散射实验数据的出现，将会有大量激动

人心的新发现，必将极大地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

§3 对撞机

§4 探测器

§5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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